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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杜預〈後序〉云： 

太康元年三月，吳寇始平，余自江陵還襄陽，解甲休兵，乃申抒舊

意，脩成《春秋釋例》及《經傳集解》，始訖。會汲郡汲縣，有發

其界內舊冢者，⋯⋯始者藏在祕府，余晚得見之。1 

《春秋正義》引王隱《晉書．武帝紀》曰： 

太康元年，諸軍伐吳，三月，至江陵縣，而孫皓面縛詣王濬降。杜

預先為荊州刺史鎮襄陽，督諸軍伐吳，將兵向江陵，因東下伐吳，

吳平，又自江陵還襄陽。2 

杜預著書始訖之時，與汲冢竹書的出土之時，當杜預身為荊州刺史之時

也，亦可知《春秋經傳集解》與《春秋釋例》的成書，是在太康元年（A.D.280）

至太康二年（A.D.281）之際。3到了太康二年之後，〈後序〉方才寫成，

                                                 
1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60，校勘記頁 16。據陳力〈今本《竹書紀年》研究〉所言，《紀年》

在出土之後，曾經經過荀勖、和嶠第一次校理，與? 恆、束皙的第二次校理，然而杜預所見「乃

汲冢原簡」。見邵東方、倪德衛主編：《今本竹書紀年論集》（臺北：唐山出版社，2002.2.），

頁 148。杜預言其「晚得見之」，乃是在脩成《春秋釋例》與《春秋經傳集解》之後，方得見及

出土之《紀年》。 

2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60，校勘記頁 18。 

3 《四庫全書總目》曰：「今考〈土地名〉篇，稱『孫氏僭號於吳，故江表所記特略』。則其屬

? ，實在平吳以前，故所列多兩漢三國之郡縣，與晉時不盡合。」見《四庫全書總目》，卷26，

頁 11。《春秋釋例》曰：「今所畫圖，本依官司空圖，據泰始之初郡國為正。時孫氏僭號于吳，

故江表所記特示略。咸寧六年，吳乃平定，孫氏居八郡之地，隨其宜增廣。今江表凡十四郡，皆

貢圖籍，新國始通，文記所載，猶未詳備。若足以審其大略，自荊、揚、徐江內郡縣人以各還其

舊城，故此三州未界大江之表，皆改從今為正，不復依用司空圖也」。見杜預：《春秋釋例》（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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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附《集解》之末焉」。4對於杜預來說，紀錄關於《紀年》的敘述，已

經是在他「成一家之言」之後的事情。藉著汲冢竹書的出土，說明自己脩

成《經傳集解》與《釋例》之意。5且在申述《紀年》與「經傳」之間的符

同後，他淡淡地說：「然參而求之，可以端正學者」，6指的是《公羊》與

《穀梁》二傳，更是指向治《左傳》的學者。 

    〈後序〉在《經傳集解》初成之際，尚未寫成，是在杜預見過汲冢竹

書所載之後，方才序於書後。杜預並非職於秘書監，7未能先睹，故曰：「余

                                                                                                                                            
經解彙函本，臺北：中華書局，1980.11.），卷 5，頁 2。 

4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60，校勘記頁 18。 

5 杜預在完成《春秋經傳集解》時，未能見及《紀年》，因此在注中多有與《紀年》內容相違者，

如杜預於《左傳．昭公二十六年》「攜王奸命」注曰：「攜王，幽王少子伯服也。王嗣，宜臼也」，

《春秋正義》引《紀年》曰：「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於攜，周二王並立。二十一年，

攜王為晉文公所殺，以本非適，故稱攜王。」束皙曰：「案《左傳》『攜王奸命』，舊說攜王為

伯服，伯服古文作伯盤，非攜王。」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2，頁 8–9。束皙所言「舊說」，

乃是指此杜預注以及韋昭《國語．晉語》注而言，徐文靖（A.D.1667–？）《竹書紀年統箋》曰：

「韋、杜注以攜王為伯服，皆誤。」見徐文靖：《竹書紀年統箋》（光緒三年浙江書局據丹徒徐

氏本校刻，臺北：藝文印書館，1966.1.），卷 9，頁 17。其於《管城碩記》曰：「是伯服久已見

殺，而攜王乃余臣也。杜注以攜王為伯服，非。」見徐文靖：《管城碩記》（北京：中華書局，

1998.2.），頁 173。陳逢衡（A.D.1778–1848）於《竹書紀年集證》引陳鳳石曰：「杜注攜王為

伯服，不應杜未見汲冢古文」，又引胡景孟曰：「杜註《左傳》時，古文未出，〈後序〉已自言

之。杜不見古文，未為異也。」見陳逢衡：《竹書紀年集證》（續修四庫全書影裛露軒刻本，上

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卷 35，頁 19。是以杜預在完成《春秋經傳集解》之時，尚未能

見及《紀年》，以用來進行修正《春秋經傳集解》的工作。 

6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60，校勘記頁 17。 

7 《晉書．束皙傳》曰：「武帝以其書付秘書校綴次第，尋考指歸，而以今文寫之。皙在著作，

得觀竹書，隨疑分釋，皆有義證。」見《晉書》，冊 2，頁 1433。《晉書．王接傳》曰：「時秘

書丞衛恆考正汲冢書，未訖而遭難。佐著作郎束皙述而成之。」見《晉書》，冊 2，頁 1436。關

於秘書監與著作，杜佑（A.D.735–812）《通典》曰：「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

廣內，貯之於外府。又有御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祕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後漢圖

書在東觀，桓帝延熹二年，始置祕書監一人，掌典圖書古今文字，考合同異，屬太常，以其掌圖



 

第三章  杜預〈序〉所描述的治經前提 

 57 

晚得見之」，亦謂其未及將見過《紀年》的心得寫入於《經傳集解》與《釋

例》之中，只能序於《經傳集解》之末。然而，隨著《紀年》的出土，更

加深了杜預對於《經傳集解》與《釋例》的認定，而認為《公羊》、《穀

梁》二傳是「近世穿鑿」之書，《左傳》則學從穿鑿之論。8杜預所根據的

理由，固有諸多因素，然而不外於《春秋經》與三《傳》的解經之上，其

中的核心之處，在於《春秋經》與《左傳》的問題。 

 

 

第一節  守傳衡經 

 

    在第二章中，說明杜預以「或曰」的形式，傳達了據《左傳》以言《春

秋》的「己為解之意」。這個「己為解之意」，除了包括依附於經傳之下，

以注解經傳文意外，還包括了杜預在〈春秋左氏傳序〉中，所論述的「春

秋名義」與「經傳體例」。據〈春秋左氏傳序〉中所載，杜預以「或曰」

                                                                                                                                            
書祕記，故曰祕書。後省。魏武帝又置祕書令，典尚書奏事。即中書令之任。文帝黃初初，乃置中書令，

典尚書奏事，而祕書改令為監，掌藝文圖籍之事。初屬少府，後乃不屬。自王肅為監，乃不屬。其蘭

臺亦藏書籍，而御史掌之。魏薛夏云：「蘭臺為外臺，秘書為內閣。」晉武帝以祕書併入中書省。其祕

書著作之局不廢。惠帝永平中，復別置祕書監，并統著作局，掌三閣圖書。自是祕書之府，始居

於外。⋯⋯晉祕書郎掌中外三閣經書，校閱脫誤。進賢一梁冠，絳朝服。亦謂之郎中。武帝分祕

書圖籍為甲乙丙丁四部，使祕書郎中四人各掌其一。⋯⋯魏明帝太和中，始置著作郎官，隸中書

省，專掌國史。衛覬字伯儒，以侍中尚書典著作。晉元康二年，詔曰：『著作舊屬中書，而祕書既典文

籍，宜改中書著作為祕書著作。』於是改隸祕書，後別自置省，謂之著作省。而猶隸祕書。著作郎

一人，謂之大著作，專掌史任。」見杜佑：《通典》（影光緒年間浙江刊本，臺北：臺灣商務印

書館，1994.4.），職官卷 8，頁 155。 

8 廖平于《左傳古義凡例》曰：「《左傳》舊有二派，漢人因二傳立學盛行，《左傳》晚出，治

在學者，皆陰用二傳，比附《左氏》，劉、許、潁、賈、服諸君是也；杜氏《集解》乃專就本傳

立義，雖曰新學，乃適與本傳相投。」見廖平：《左傳古義凡例》（光緒丙戌成都刊本，傅斯年

圖書館藏），頁 1。杜預因此以為，「經傳集解」才是《左氏》立傳的本意，故以「守經衡傳」

為說，與漢儒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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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形式自設答問，可分別為三個部分，《春秋正義》將之分為兩段，分別

在第一部份解釋「言己異於先儒，自明作《集解》、《釋例》之意」；第

二、三部分為「大明春秋之早晚，始隱終麟，先儒錯繆之意。」9 

在兩段文字中俱言及「先儒」，然其所指不同。在第一段中所言及的

「先儒」，指的是治《左傳》的學者；在第二段中所言及的「先儒」，指

的是治《公羊》、《穀梁》二傳的學者，且以《公羊》為主。在面對本傳

與他傳學者之時，所進行討論的問題也迥然相異。在面對《左傳》先儒時，

主要在於杜預自身與先儒之間，對於經傳體例與意義形成上的差異；在面

對《公羊》、《穀梁》二傳的先儒時，主要的討論在於，三傳對於《春秋》

經文作意上的理解。兩個主要的問題，皆藉由「或曰」的形式問出，代表

著杜預所必須承擔「先儒」的見解；這些「先儒」的見解，使得在杜預申

述完「春秋名義」與「經傳體例」後，「經傳」本身的形式與三傳在解經

上的優劣，還必須受到來自於「先儒」之說的質疑，這也是在杜預當時《春

秋》與《左傳》得以「集解」的前提所在。 

（一）「錯文見義」之失 

在下列的敘述中，擬因於《春秋正義》的說法，對於杜預在〈春秋左

氏傳序〉中，之於「先儒」之說與經傳關係上的問題進行陳述。〈春秋左

氏傳序〉曰： 

或曰：《春秋》以錯文見義，若如所論，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

義。先儒所傳，皆不其然。10 

問由「錯文見義」起，而此問題又牽連諸多方面。首先，「錯文見義」所

指的對象為何？《春秋正義》曰： 

                                                 
9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1。 

10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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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之經，侵伐會盟，及戰敗克取之類，文異而義殊，錯文以

見義，先儒知其如是。11 

知其「錯文見義」的對象在於經文，《春秋》中所載如「侵伐會盟」之類，

文字多有異同，則其言「《春秋》以錯文見義」，即是「以經論經」而言

經文義例之殊。 

杜預所言先儒之說，今多亡佚，遺文主要散見於《春秋釋例》之中。

今言「文異而義殊，錯文以見義」者，以《春秋釋例》所舉《春秋．昭公

八年》與《春秋．昭公十有一年》兩段經文為例： 

【昭公八年．經】秋，蒐于紅。12 

【劉、賈、潁】蒐于紅，不言大者。言公大失權，在三家也。13 

【昭公十有一年．經】大蒐于比蒲。14 

【劉、賈、潁】書大者，言大眾盡在三家。15 

此即「或曰」所謂「文異而義殊，錯文以見義」。經文一言「蒐」、一言

「大蒐」，其文有書「大」與不書「大」之異，故劉歆、賈逵、潁容錯綜

經文，以為其義亦異。杜預以「經傳」為說，故以為經意當以傳為斷： 

【昭公八年．經】秋，蒐于紅。 

【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16 

【昭公十有一年．經】大蒐于比蒲 

【傳】五月，齊歸薨，大蒐于比蒲，非禮也。17 

                                                 
11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18。 

12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44，頁 20。 

13 見杜預：《春秋釋例》，卷 3，頁 4。 

14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45，頁 17。 

15 見杜預：《春秋釋例》，卷 3，頁 4。 

16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44，頁 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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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預在昭公八年傳文下注曰：「言千乘，名大蒐」，18故其於昭公八年經

文下注曰：「革車千乘，不言大者，經文闕也。」19是引傳文以解經本言

「大蒐」，不言「大」者，乃因經文闕缺所致。且其言蒐狩之義時，舉下

列經傳為例： 

【桓公四年．經】春正月，公狩于郎。 

【傳】春正月，公狩于郎，書時禮也。20 

【桓公七年．經】春二月，己亥，焚咸丘。21 

【昭公八年．經】秋，蒐于紅。 

【傳】秋，大蒐于紅。自根牟至于商、衛，革車千乘。22 

杜預據《左傳．隱公五年》曰：「春蒐、夏苗、秋獮、冬狩，皆於農隙以

講事也」， 23而言上列三條經文皆言蒐狩。以見其事雖然相同而經文有

「狩」、「焚」、「蒐」之異，卻未必錯綜經文。劉歆諸儒舉義於昭公八

年到十一年之間，事同於蒐狩，據經文言「大」與不言「大」，而有「公

大失權，在三家也」與「大眾盡在三家」之別。杜預曰： 

諸事同而文異，傳不曲言經義者，直是時史之闕? ，仲尼? 而從之。

《春秋》不可錯綜經文，此之類也。⋯⋯（劉、賈、潁）隨文造意，

以非例為例，不復知其自違也。24 

是以「或曰」言「則經當有事同文異而無其義」。杜預認為「《春秋》不

                                                                                                                                            
17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45，頁 17，18。 

18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44，頁 24。 

19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44，頁 24。 

20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6，頁 5，6。 

21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7，頁 1。 

22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44，頁 20，24。 

23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3，頁 21–22。 

24 見杜預：《春秋釋例》，卷 3，頁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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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錯綜經文」，而須以傳為主。傳中所載經文皆言「大」，且傳文對此亦

無異說，據傳而言，不當錯綜《春秋經》而得此義例。然而，什麼叫做「錯

綜」呢？ 

    今本《春秋釋例》為清人莊述祖（A.D.1750–1816）、孫星衍

（A.D.1753–1818）自《永樂大典》與《春秋正義》中所輯，25因此在形式

上，頗見殘闕。今以《春秋釋例》「弔贈葬例第五」為例，在本篇之中，

杜預先列舉「經傳」，於列舉之後言曰：「右內外葬一百有二，弔贈會葬

賻拜葬二十六，錯綜其十八以包通之。」26是以在經傳之中，涉及「弔贈

葬例」的共有一百有二條，其中言及「弔贈會葬賻拜葬」者有二十六條，

杜預自其中擇取十八條以建立義例，其言「錯綜」，則是掇合此十八條經

傳文義所建立的義例，用來解釋所有在經傳之中「弔贈葬」的意義。可以

注意的是，在這十八條中，多為經傳皆具，且以發傳之所指為義例。 

    因此，在與劉歆、賈逵、潁容等人錯綜經文相較之下，杜預會認為「先

儒」以經解經的方法，已是錯綜經文而自為義例，其實是不守傳文，且又

違背傳文了。所以，杜預會在第一個「或曰」的提問下，執意於「守丘明

之傳」，且在「不守丘明之傳」下，分別為幾種類型。杜預曰： 

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退不守丘明之傳，

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而更膚引《公羊》、《榖梁》，

適足自亂。27 

大體上分為三類，分別為「大體轉相祖述，進不成為錯綜經文，以盡其變」、

                                                 
25 孫星華曰：「杜氏《春秋釋例》一書，自明以來，久經散佚。乾隆時，四庫館臣從《永樂大

典》中搜輯，得三十篇，並取孔穎達《正義》等書補其缺脫，校其? 謬，仍照《隋書．經籍志》

分為十五卷。」見孫星華：《春秋釋例校刊記》（收于《左傳注疏及補正》，臺北：世界書局，

1984.3.），冊下，頁 700。 

26 見杜預：《春秋釋例》，卷 1，頁 10。 

27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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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與「膚引《公羊》、

《榖梁》」。這三類仍與「或曰」的論述方式相似，都是以本傳與它傳的

分別來進行分析，第一類言《左氏》先儒之「進」，第二類言《左氏》先

儒之「退」，第三類言《左氏》先儒之「引」《公羊》、《榖梁》二傳。 

第一類言「錯綜經文」大體已如上所述。杜預對「或曰」的答覆，在

於說明先儒解釋《春秋經》義例時的缺乏理據，以至於搖擺不定。《春秋

正義》曰： 

經之詳略，本不著義，強為之說，理不可通，故進不成為錯綜經文，

以盡其變。於傳之外，別立異端，故退不守丘明之傳，傳有不通，

則沒而不說。28 

因此，第二類「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

與上述第一類在《左傳》上有其關聯。進而錯綜經文，退而沒而不說，都

說明了先儒在折衷於《春秋經》與《左氏傳》之間的兩難。至於所謂「轉

相祖述」者，杜預在論及「先儒」時，多半連言其姓氏，如：劉、賈、潁；

劉、賈、許、潁之類，以示其說相承，29也表達了漢代諸儒在合《春秋經》

與《左氏傳》以為義例時的困境。在第二類為「退不守丘明之傳，於丘明

之傳有所不通，皆沒而不說」中，《春秋正義》曰： 

謂諸家之注，多有此事，但諸注既亡，不可指摘。若觀服虔、賈逵

之注，皆沒而不說者眾矣。謂若文二年作「僖公主」，傳於僖三十

三年云：「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及襄

九年閏月戊寅「濟于陰阪」之類是也。30 

                                                 
28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20。 

29 其說相承，不見得必有師承上的關係。如《漢書．儒林傳》曰：「由是，言《左氏》者，本

之賈護、劉歆。」見班固：《漢書》，冊 5，頁 3620。 

30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20。賈逵原作賈誼。齊召南《春秋左傳注疏考證》云：「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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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正義》所引這兩段經傳，以文公二年為例，主說「不守丘明之傳」；

以襄公九年為例，主說「傳有不通，則沒而不說」。 

    1. 不守丘明之傳 

今分別以其所舉經傳言之。文公二年經文，主述僖公薨後之事，今自

僖公三十三年起分別經傳言之： 

【經．僖公三十三年】乙巳，公薨於小寢。31 

【經．文公元年】夏四月，丁巳，葬我君僖公。32 

【經．文公二年】丁丑，作僖公主。33 

【傳．僖公三十三年】冬，公如齊，且弔，有狄師也。反，薨於小

寢，即安也。34 

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

於主，烝嘗褅於廟。35 

【傳．文公元年】夏四月，丁巳，葬僖公。36 

【傳．文公二年】丁丑，作僖公主。書不時也。37 

在上述《春秋正義》引文中，其言「謂若文二年作僖公主，傳於僖三十三

年云⋯⋯」，則是指先儒以為文公二年經文，於僖公三十三年的傳文發傳，

                                                                                                                                            
誼雖嘗從北平侯張蒼受《左傳》，但誼所作解詁，晉時未必尚有其書。杜預注於服虔、賈逵之說

時多駁正，此當作賈逵無疑。」見齊召南：《春秋左傳注疏考證》（清經解，臺北：藝文印書館，

1986.9.），卷 312，頁 2。 

31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7，頁 13。 

32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8，頁 1。 

33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8，頁 7。 

34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7，頁 18。 

35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7，頁 19。 

36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8，頁 4。 

37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8，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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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經傳的時間上並不相應，且不據於文公二年傳文言「書不時也」，故杜

預云：「不守丘明之傳」。這一段經傳其實有其爭議之處，傳文曰：「葬

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

嘗褅於廟。」何以會發傳於僖公三十三年？杜預注曰： 

文公元年，經書四月葬僖公。僖公實以今年十一月薨，并閏七月乃

葬，故傳云緩。自此以下，遂因說作主祭祀之事，文相次也。皆當

次在經葬僖公下，今在此，簡編倒錯。38 

杜預亦不認為此傳當繫於僖公三十三年之下，而應當次於文公元年「夏四

月，丁巳，葬我君僖公。」經文之下，因為簡編倒錯之故，方使此段傳文

列於僖公之末。《春秋正義》云： 

杜以此年空說葬事，而其上無經文，元年空舉經，而其下無傳，故

謂此年之傳，當在彼經之下。於理誠為順序，於文失於重疊，此云：

「葬僖公」，彼又云：「葬僖公」，重生文者，亦既錯謬，必乖其

本。或由編絕之處，三字分簡，彼有葬無公，此有公無葬，後人並

添足之致，使彼此共剩一文耳。若其不然，不之所以謬也。39 

《春秋正義》以僖公三十三年傳「葬僖公，緩。作主，非禮也。凡君薨，

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褅於廟」，與文公元年傳「夏四月，

丁巳，葬僖公」比較，認為僖公三十三年傳上無經，文公元年經下無傳。

然今見文公元年傳文為「夏四月，丁巳，葬僖公」，怎可說之為無傳呢？

杜預於此傳下注曰：「傳皆不虛載經文，而此經孤見，知僖公末年傳宜在

此下」，40也就是說，我們今天在文公元年傳所見「夏四月，丁巳，葬僖

                                                 
38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7，頁 19。 

39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7，頁 19。 

40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8，頁 4。 



 

第三章  杜預〈序〉所描述的治經前提 

 65 

公」，是作傳者引經以言傳，故為經文。41今見文公元年傳下經文孤見，

則揣想僖公三十三年傳言「葬僖公」，應因簡編倒錯而移致於僖公三十三

年傳下，本該為文公元年傳「葬僖公」下之經文，這是杜預的見解。《春

秋正義》則提出了一個質疑，如果將僖公三十三年傳接續於文公元年傳

下，就會產生這樣的情形： 

【傳．文公元年】夏四月，丁巳，葬僖公。葬僖公，緩。作主，非

禮也。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褅於廟。 

傳文於「葬僖公」重疊，似無必要，《春秋正義》認為這應該是簡編錯分

後的結果。42然此亦出於推測，無以知其實情。但可以知道，在漢儒所據

的《春秋經》與《左氏傳》，其順序與杜預無異；因此，當漢儒引僖公三

十三年「葬僖公」傳文，解文公二年「丁丑，作僖公主」經文時，會受到

來自杜預的批評。 

    杜預認為，如此解經是「不守丘明之傳」，可能的原因有二。其一，

若據《春秋正義》所引，漢儒以僖公三十三年傳，以解文公二年經，於文

不次。其二，漢儒引僖公三十三年傳，主言「作僖公主」，而未及於「葬

僖公」，其實已然是橫斷傳文。杜預曰：「自此以下，遂因說作主祭祀之

事，文相次也。皆當次在經葬僖公下」，43《春秋正義》曰： 

                                                 
41 沈文倬在〈漢簡《服傳》考〉中，論及《左傳》此現象時曰：「單傳除無經之傳外，幾乎所

有傳文都引述經文的，⋯⋯此等傳文中都包含經文，因別有單經之文列于上方，絕不會把它看作

經傳混合之本，而祇能看作為解釋上需要而引述經文，而且這些被援引的經文已溶化於傳文之

中，人們不再把它當作經文了。」見沈文倬：《宗周禮樂文明考論》（杭州：杭州大學出版社，

1999.12.），頁 132。 

42 《春秋正義》曰：「此云葬僖公，彼又云葬僖公，重生文者，亦既錯謬，必乖其本。或由編

絕之處，三字分簡，彼有葬無公，此有公無葬，後人並添足之，致使彼此共剩一文耳。」見《春

秋左傳注疏》，卷 17，頁 19。 

43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7，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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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氏為傳，凡有譏者，皆先言所譏，乃復述其事。自此以下，不論

葬緩，既言葬之緩，遂因說作主祭祀之事，皆事與葬連，故文相次

耳。44 

杜預與《春秋正義》都以為「葬」與「作主」本為一事，故因「葬之緩」

而連言「作主」之事。45又於「葬僖公」之後，已無「葬」文，無以言「作

主」之事，故先於此發傳。由此以見漢儒解經，在形式上與意義上都為「不

守丘明之傳」。 

    2. 傳有不通，則沒而不說 

    其次，杜預以襄公九年傳文為例，主說「傳有不通，則沒而不說」。

今見此年傳文言曰： 

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閏月戊

寅，濟于陰阪，侵鄭。次于陰口而還。子孔曰：晉師可擊也。師老

而勞，且有歸志，必大克之。子展曰：不可。46 

杜預《春秋長曆》於「閏月戊寅」傳文下言曰： 

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乃是十二月二十日也。思惟古傳

文必言「癸亥，門其三門，門五日」，戊寅相去十六日，「癸亥，

門其三門」，門各五日，為十五日。明日戊寅，濟于陰阪，敘事及

厤皆合。然則，五字上與門合為閏，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也。傳曰：

                                                 
44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7，頁 19。 

45 劉炫云：「凡諸侯之薨，葬日而虞。從是以後，間日一虞，七虞之後，明日而為卒哭之祭，

卒哭之明日，而作祔祭，以新死之神祔於祖父，於此祔祭，而作木主以依神。其主在寢，特用喪

禮祭祀於在寢之主，其四時常祭，礿祠烝嘗及三年喪畢，為大祀禘祭，並行之於廟，正禮當如是

耳。今以葬僖公後積十月，始作僖公木主，是作主大緩，故為非禮也。」見《春秋左傳注疏》，

卷 17，頁 20。 

46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30，頁 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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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晉人不得志於鄭，以諸侯復伐之。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門，

則向所代鄟門、師之梁及北門也。晉人三番四軍，以三番為待楚之

備，一番進攻，欲以苦鄭而來楚也。五日一移，楚不來，故侵掠而

還，殆必如此。不然，則二字誤。47 

是以杜預以為，以《春秋長曆》校之，傳文有其不通之處；以傳文之敘事

言之，「閏月」一詞或當讀為「門五日」；而漢儒之於傳文之違礙，往往

沒而不說。48這樣就會產生一種情形，杜預言此年無閏，就可以認為傳文

有其不通嗎？是否漢代先儒以為此年有閏，而不解「閏月戊寅」之傳文呢？ 

因此，就會產生如同? 冀隆的質疑，? 氏難之曰： 

案昭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云：閏月戊辰，殺宣姜。又二十二年云：

閏月取前城。並不應有閏而傳稱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之

限。杜豈得云：「此年不得有閏」，而改為門五日也？若然，閏月

殺宣姜，閏月取前城，皆為門五日乎？49 

? 冀隆曾於東魏靜帝（在位A.D.534–550）時，據服虔之學以難賈思同（？–

A.D.540）所據的杜氏之學。50服、杜二氏之學在東魏時的交鋒，可視為杜

                                                 
47 見杜預《春秋釋例》，卷 14，頁 4–5。《春秋長曆》所載與注文略有不同。杜預於傳文「閏

月戊寅，濟于陰阪，侵鄭。」下注曰：「以《長厤》參校上下，此年不得有閏月戊寅，戊寅是十

二月二十日，疑閏月當為門五日，五字上與門合為閏，則後學者自然轉日為月。晉人三番四軍更

攻鄭門，門各五日，晉各一攻，鄭三受敵，欲以苦之。癸亥去戊寅十六日，以癸亥始攻，攻輒五

日，凡十五日，鄭故不服而去。明日戊寅，濟于陰阪，復侵鄭外邑陰阪洧津。」見《春秋左傳注

疏》，卷 30，頁 30。 

48 如上引《春秋正義》所言：「若觀服虔、賈逵之注，皆沒而不說者眾矣。」見《春秋左傳注

疏》，卷 1，頁 20。 

49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30，頁 31。  

50 《魏書．賈思伯傳》曰：「思伯弟思同，⋯⋯與國子祭酒韓子熙並為侍講，授靜帝杜氏《春

秋》，⋯⋯思同之侍講也，國子博士遼西衛冀隆為服氏之學，上書難杜氏《春秋》六十三事。思

同復駁冀隆乖錯者十一條。互相是非，積成十卷。詔下國學集諸儒考之，事未竟而思同卒。卒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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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之說與漢儒「傳有不通，則沒而不說」的差異。? 冀隆認為，「不應有

閏而傳稱閏，是史之錯失」，與昭公二十年、二十二年傳文閏月之例相同。

51然而，? 冀隆所舉之例應為服虔家言，杜預於此二例皆視為閏月，並不

以為「不應有閏而傳稱閏」。另外，「傳有不通」而載閏月，就只是「史

之錯失」嗎？杜預以應閏之時，以言襄公九年不應閏，而? 冀隆則以為，

這樣的現象概為「史之錯失」，不能據此而言「門五日」。因此，杜預後

學如蘇寬，52則由《長曆》以論此傳之不通，而秦道靜53則從敘事上，以言

此傳可能並未不通。蘇寬云： 

案《長厤》，襄十年十一月丁未是二十四日，十一年四月己亥是十

九日。據丁未至己亥一百七十三日，計十年十一月之後，十一年四

月之前，除兩箇殘月，唯置四箇整月，用日不盡，尚餘二十九日。

故杜為《長厤》，於十年十一月後置閏。既十年有閏，明九年無閏

也。54 

蘇寬據杜預《長曆》而言，從襄十年十一月丁未到襄十一年四月己亥，共

有 173日。在這173日之中，總共經過了五個月（11、12、1、2、3、4月）。

                                                                                                                                            
魏郡姚文安、樂陵秦道靜復述思同意。冀隆亦尋物故，浮陽劉休和又持冀隆說。至今未能裁正焉。」

見魏收：《魏書》（百衲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8.1.），列傳卷 60，頁 19–20。 

51 ? 冀隆難之曰：「案昭二十年朔旦冬至，其年云：『閏月，戊辰，殺宣姜』；又二十二年云：

『閏月，取前城』。並不應有閏而傳稱閏，是史之錯失，不必皆在應閏之限。」見《春秋左傳注

疏》，卷 30，頁 31。 

52 馬國翰曰：「寬不詳何人，其書隋唐志並不載。孔氏《正義》云：『其為義疏者，則有沈文

何、蘇寬、劉炫』，又謂『蘇氏全不體本文，唯旁攻賈服』云云，然《正義》每引之以與杜氏相

証。⋯⋯疏有釋? 冀隆難杜二條，意蘇為北儒，賈思同、秦道靜之流也。」見馬國翰：《玉函山

房輯佚書》（影同治十年濟南皇華館書局補刻本，京都：中文出版社，1990.3.），冊 2，頁 1463。 

53 《北史．儒林傳序》曰：「又有姚文安、秦道靜，初亦學服氏，後兼更講杜元凱所注。」見

李延壽：《北史》（百衲本，臺北：商務印書館，1988.1.），列傳卷 69，頁 7–8。 

54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30，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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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月丁未據《長曆》言為二十四日，本月為大月，二十四日丁未距三十

日癸丑共有 7 日；四月己亥為十九日，距本月一日共有 19 日，兩殘月相

加共有 26日。以 173日減去 26日，餘 147日；而十二月至三月，共有兩

個大月兩個小月，計 118 日，以 147 日減去 118 日，餘 29 日。則此餘出

的 29 日，適為一個小月的日數，在襄十年十一月丁未到襄十一年四月己

亥之間，故在襄十年十一月丁未到十一年四月己亥之間，必置一閏。是以

杜預置閏為閏十一月，以此以推襄九年則不應有閏月。55 

另一方面，秦道靜以《左傳》的敘事而論之云： 

以傳云：「三分四軍」，又云：「十二月癸亥，門其三門」。既言

「三分」，則三番攻門，計癸亥至戊寅十六日，番別攻門五日，三

五十五日，明日戊寅，濟于陰阪。上下符合，故杜為此解。56 

傳言「門其三門」，前「門」為攻其門之意，「門五日」之「門」亦同於

此。若傳言「門其三門，門五日」，癸亥至於丁丑為 15 日，則戊寅恰為

第 16 日，文義於該日一轉而為「濟于陰阪」，于敘事上亦可通，則此傳

文便無不通之處。當然，這也只是使傳文成為可以解釋的一種推測，如果

這種推測不能成立，杜預則曰：「不然，則二字誤」。傳之不通，不代表

往者所造成的「史之錯失」；換句話說，服虔之學一開始就認為此傳不通，

而杜預則由敘事上以言此傳可能並未不通，只是可能在後世隸定的過程中

發生了差錯。 

    （二）「膚引《公羊》、《榖梁》」的三次論爭 

                                                 
55 董作賓于〈春秋經傳史日叢考〉一文中亦言曰：「蓋月名可移，其年其月之含有某日，則不

可易移。如此年十二月，平朔己未，則戊寅必在十二月，若以含有戊寅之月為一閏月，將癸亥又

不合，因己未為此十二月之朔，則癸亥與戊寅，必在十二月之內，不得分戊寅謂屬于閏月也。」

見董作賓：〈春秋經傳史日叢考〉，《說文月刊》，第 3卷第 11期，頁 17。 

56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30，頁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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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守丘明之傳」是與杜預相對的作法，杜預所論及的第三類「不守

丘明之傳」，乃是指《左氏》先儒之「引」《公羊》、《榖梁》二傳之說，

以解《左氏》經文。關於這種現象，本文分別為兩段說明；本段主論漢代

《左氏》先儒引用《公羊》、《榖梁》二傳之說的發生背景，說明為什麼

會產生這樣的現象？本文以為，應該回溯至《左氏》初立義例之時，以及

與當時朝廷對於《春秋》的理解有關。 

先以《左氏》初立義例為說。今日見諸於《春秋》三傳，《公羊》、

《榖梁》二傳與《左氏》最為顯著的差別，在於日月褒貶之例；《左氏》

在杜預的「集解」之後，已無此說，《公羊》、《榖梁》二傳，仍存其舊。

杜預認為，漢代《左氏》先儒談論日月褒貶，是由漢代《公羊》、《榖梁》

二傳解釋《春秋》的方法而來，《左氏》立於二家之後，欲得以言《春秋》，

也必俱日月褒貶之例。然杜預認為，此例或可行之於《公羊》、《榖梁》

二傳，在《左傳》之中未必可行。杜預曰： 

凡日月者，所以紀遠近，明先後，蓋記事之常。錄各隨事，而存其

日月，不有闕也。國史集而書干策，則簡其精麤，合其同異，率意

以約文。案《春秋》朝聘、侵伐、執殺大夫、土功之屬，或時或月，

皆不書日；要盟、戰敗、崩薨、卒葬之屬，亦不皆同。然已頗多書

日，自文公已上，書日者二百四十九，宣公已下，亦俱六公，書日

者四百三十二，計年數? 同，而日數加倍，此則久遠遺落，不與近

同也。承他國之告，既有詳? ，且魯國故典，亦又參差，去其日月，

則或害事之先後，備其日月，則古史有所不載，故《春秋》皆不以

日月為例。⋯⋯而諸儒溺于《公羊》、《榖梁》之說，橫為《左氏》

造日月褒貶之例。經傳久遠，本有其異義者，猶尚難通，況以他書，

驅合《左氏》，引二條之例，已施諸日無例之月，妄以生義，此所

以乖誤而謬戾也。⋯⋯先世通儒而乖妄若此者，由于《左氏》與《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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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榖梁》闕，闕者，謂《左氏》不傳《春秋》。57 

杜預在說明了《春秋》不以時月日為例後，論及《左氏》先儒何以會據時

月日例，而言《春秋》之褒貶，其原因在於《公羊》、《榖梁》二傳先據

時月日為例以言《春秋》。然而對於《左氏》先儒而言，何以會因為《公

羊》、《榖梁》二傳先據日月褒貶之例以言《春秋》，就認為《左氏》也

有日月褒貶之例呢？杜預認為，在於當時流傳著所謂的「《左氏》不傳《春

秋》」之說；將《左氏》義例與《公羊》、《榖梁》二傳相較，而《左氏》

所無，就會被認為「不傳《春秋》」。因此，「假取二傳以救當時之事」

的情形，或言「同《公羊》者什有七八」的說法，58就會一再的發生。 

    在當時朝廷對於《春秋》的理解上，也可以藉由「《左氏》不傳《春

秋》」一語說起。漢代《左氏》儒者與當朝博士，曾經發生過三次比較重

大的論爭，其爭論的重點，並非傳文的優劣，而在於《左氏》是否得以列

於學官。博士掌理王官六藝，「《左氏》不傳《春秋》」之說，不僅認為

《左氏》非傳，更謂其非為詩書古文，異於六藝之列。59因此，劉歆、許

淑、賈逵等人所爭立者，在於使《左氏》與諸經同類，且與《公羊》、《榖

梁》皆是《春秋》之傳，故劉歆曰： 

此數家之事，皆先帝所親論，今上所考視，其古文舊書，皆有徵驗，

外內相應，豈茍而已哉！60 

是以徵驗於朝廷已立之諸經，且徵驗於漢成帝、哀帝故事。劉歆不僅舉成

帝、哀帝為說，且據漢宣帝時之石渠議奏為說，言宣帝廣立《榖梁》等經，

                                                 
57 見杜預：《春秋釋例》，卷 1，頁 12。 

58 見范曄：《後漢書》（臺北：鼎文書局，1999.4.），冊 2，頁 1236。 

59 錢穆曰：「《史記》常以詩書古文連言，皆當如此說。古文即詩書，及六藝也。」見錢穆：

《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臺北：東大圖書，1989.11.），頁 184。 

60 見《漢書》，冊 3，頁 19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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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義雖相反，猶並置之」，61故哀帝曰：「歆欲廣道術」，62是欲使哀帝

得以同列三傳於學官。 

    同樣的情形，又再度發生在東漢光武帝之時。建武四年（A.D.28），

韓歆、許淑與范升為立《左氏春秋》為博士，而辯議於雲臺，隨後又有范

升、陳元上疏之辯。最後的結果，雖使《左氏》得列於學官，最終卻只是

曇花一現，《後漢書》曰： 

於是諸儒以《左氏》之立，論議讙譁，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會

封（李封）病卒，《左氏》復廢。63 

一直到了東漢章帝之時，因皇帝喜好《左氏傳》，且詔賈逵「發出《左氏

傳》大義長於二傳者」。建初四年（A.D.79），有白虎觀之議；建初八年

（A.D.83），詔令諸儒選高才生，以習《左氏傳》等四經。此時，《左氏

傳》方得行於世。以下茲以此三大論爭，談論《左氏傳》如何擺脫二傳的

限制，卻又限於解經上的因襲的一個過程。 

    1.  劉歆與太常博士 

「《左氏》不傳《春秋》」，此語最早見錄于劉歆的〈讓太常博士書〉。

西漢哀帝建平元年（B.C.6），64劉歆移書上疏，主為立《逸禮》、《古文

尚書》與《春秋左氏》于學官，《漢書．儒林傳》曰： 

時光祿勳王龔以外屬內卿，與奉車都尉劉歆共校書，三人（房鳳、

王龔、劉歆）皆侍中。歆白《左氏春秋》可立，哀帝納之，以問諸

儒，皆不對。歆於是數見丞相孔光，為言《左氏》以求助，光卒不

                                                 
61 見《漢書》，冊 3，頁 1971。 

62 見《漢書》，冊 3，頁 1972。 

63 見《後漢書》，冊 2，頁 1233。 

64 見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劉向歆父子年譜》，頁 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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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唯鳳、龔許歆，遂共移書責讓太常博士。65 

此為移書責讓太常博士之梗概。劉歆于綏和二年（B.C.7）始遷光祿大夫，

復領五經，66時方得校書，距移書責讓太常博士僅一年，且與校書的夥伴

們共同移書責讓太常博士。然當時的太常博士卻以為「《左氏》不傳《春

秋》」。67杜佑《通典》云： 

漢氏圖籍所在，有石渠、石室、延閣、廣內，貯之於外府。又有御

史中丞居殿中，掌蘭臺祕書及麒麟、天祿二閣，藏之於內禁。68 

漢代圖籍所在，有其內外之別，劉歆《七略》云：「外則有太常、太史、

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祕室之府。」69顯然劉歆所謂的內外之藏，

與杜佑不同。杜佑所論，在於官家之藏書地點；劉歆所論，在於圖籍的掌

理。因此內有藏書校書之處，而外有掌書之官。以其官職所掌看來，似乎

是校書者與當朝博士的論難，其實主要是為了建立《左氏》立於學官，也

                                                 
65 見《漢書》，冊 5，頁 3619。 

66 《漢書．楚元王傳》：「向死後，歆復為中壘校尉。哀帝初即位，大司馬王莽舉歆宗室有材

行，為侍中太中大夫，遷騎都尉、奉車光祿大夫，貴幸。復領五經，卒父前業。」見《漢書》，

冊 3，頁 1967。《漢書．藝文志》：「會向卒，哀帝復使向子侍中奉車都尉歆卒父業。歆於是總

? 書而奏其《七略》。」見《漢書》，冊 2，頁 1701。《隋書．經籍志》：「向卒後，哀帝使其

子歆嗣父之業。乃徙溫室中書於天祿閣上。歆遂總括? 篇，撮其指要，著為《七略》。」見《隋

書》，冊 2，頁 905。 

67 王先謙曰：「言自為書，非《春秋》傳。」見王先謙：《漢書補注》（長沙王氏校刊本，臺

北：藝文印書館，1996.8.），卷 36，頁 34。 

68 見《通典》，卷 8，頁 155。 

69 本段引文引自如淳所注《漢書．藝文志》，見王先謙：《漢書補注》，卷 30，頁 1。《北堂

書鈔》所引則略有不同，其曰：「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延閣、祕室之府。」見虞世

南：《北堂書鈔》（南海孔氏三十有三萬卷堂影宋刊本，北京：學苑出版社，1998.3.），卷 101，

頁 1–2。《初學記》引劉歆《七略》則云：「故外有太常、史、博士之藏；內則延閣、廣內、祕

室之府。」又引《漢書》曰：「天下文籍，悉在廣內、祕府之室，謂之祕書。」見徐堅（A.D.659–

729）：《初學記》（臺北：大化書局），卷 12，頁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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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為使「內」得以立之於「外」，而須面對《公羊》、《榖梁》二傳的

論難。 

劉歆先是有以《左氏》難劉向（B.C.77–6）《榖梁》說，劉向不能對；

70後有以《左氏》難太常博士，《漢書．楚元王傳》曰：「故下明詔，試

《左氏》可立否」，而諸儒「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已不誦絕之」。71這

說明著，漢代因所掌典籍的不同，在校書初成之際，欲立新校之書《春秋

左氏傳》於五經學官之列，首先得通過《公羊》、《榖梁》二傳之說，這

也是太常博士以《春秋》而言《左氏》之不傳的原因；倘若未能通過《公

羊》、《榖梁》二傳之說，則《左氏》可能以「不誦絕之」。也就是說，

劉歆「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72或先使《左氏》

如《公羊》、《榖梁》二傳之說，方能立《左氏》為說；「《左氏》不傳

《春秋》」中的「春秋」，在當時其實即為《公羊》、《榖梁》二傳之說。 

以《漢書．韋玄成傳》為例，在漢元帝時，御史大夫貢禹（ B.C.124–44）

上奏議毀廟，其曰： 

古者天子七廟，今孝惠、孝景廟皆親盡，宜毀。及郡國廟不應古禮，

宜正定。73 

之後，事歷數朝而未能定。至哀帝時，復又興起此議，《漢書》載曰： 

於是，光祿勳彭宣、詹事滿昌、博士左咸等五十三人，皆以為繼祖

宗以下，五廟而迭毀，後雖有賢君，猶不得與祖宗並列。子孫雖欲

                                                 
70 《漢書．楚元王傳》曰：「歆數已難向，向不能非間也，然猶自持《穀梁》義。」見《漢書》，

冊 3，頁 1967。 

71 見《漢書》，冊 3，頁 1970–1971。 

72 見《漢書》，冊 3，頁 1967。 

73 見《漢書》，冊 4，頁 3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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褒大顯揚而立之，鬼神不饗也。孝武皇帝雖有功烈，親盡宜毀。74 

諸儒所議雖在「繼祖宗以下，五廟而迭毀」，然其所重在於漢武帝廟是否

宜毀。太僕王舜與中壘校尉劉歆議之曰： 

《禮記．王制》及《春秋穀梁傳》，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

士二。天子七日而殯，七月而葬；諸侯五日而殯，五月而葬；此喪

事尊卑之序也，與廟數相應。其文曰：「天子三昭三穆，與太祖之

廟而七；諸侯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故德厚者流光，德薄

者流卑。《春秋左氏傳》曰：「名位不同，禮亦異數。」「自上以

下，降殺以兩，禮也。」七者，其正法數，可常數者也。宗不在此

數中。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於殷，太甲

為太宗，大戊曰中宗，武丁曰高宗。周公為毋逸之戒，舉殷三宗以

勸成王。繇是言之，宗無數也，然則所以勸帝者之功德博矣。以七

廟言之，孝武皇帝未宜毀；以所宗言之，則不可謂無功德。《禮記．

祀典》曰：『夫聖王之制祀也，功施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

能救大災則祀之。』竊觀孝武皇帝，功德皆兼而有焉。凡在於異姓，

猶將特祀之，況于先祖？或說天子五廟無見文，又說中宗、高宗者，

宗其道而毀其廟。名與實異，非尊德貴功之意也。詩云：『蔽芾甘

棠，勿鬋勿伐，邵伯所茇。』思其人猶愛其樹，況宗其道而毀其廟

乎？迭毀之禮自有常法，無殊功異德，固以親疏相推及。至祖宗之

序，多少之數，經傳無明文，至尊至重，難以疑文虛說定也。孝宣

皇舉公卿之議，用眾儒之謀，既以為世宗之廟，建之萬世，宣布天

下。臣愚以為孝武皇帝功烈如彼，孝宣皇帝崇立之如此，不宜毀。75 

劉歆所據《榖梁傳》為僖公十五年傳文，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大

                                                 
74 見《漢書》，冊 4，頁 3125。 

75 見《漢書》，冊 4，頁 3126–3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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夫三，士二」；76其所引文，為《禮記．王制》文，77這是在當時談論這個

問題的主要依據。而其所引《左傳》，則分別為莊公十八年傳文，78與襄

公二十六年傳文，79舉此二者，在以《左傳》印證《榖梁傳》與《禮記》

的權威說法，且言諸人所謂天子與「七」的關係，在於親疏「名位」之常。

論及「毀廟」，所祖與所宗則有別，如《孔子家語》曰： 

古者，祖有功而宗有德，謂之祖宗者，其廟皆不毀。⋯⋯孔子曰：

「善，如汝所問也。如殷周之祖宗，其廟可以不毀，其他祖宗者，

功德不殊，雖在殊代，亦可以無疑矣。《詩》云：『蔽茀甘棠，勿

翦勿伐，邵伯所憩。』周人之於邵公也，愛其人猶敬其所舍之樹，

                                                 
76 見《春秋榖梁傳注疏》，卷 8，頁 12。 

77 《禮記．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

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見《禮記注疏》，卷 12，頁 13。又

見《禮記．祭法》曰：「天下有王，分地建國，置都立邑設廟祧壇墠而祭之，乃為親疏多少之數。

是故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

廟為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曰鬼。

諸侯立五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

去祖為壇，去壇為墠，壇墠，有禱焉祭之，無禱乃止，去墠為鬼。大夫立三廟二壇，曰考廟，曰

王考廟，曰皇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祖，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適士二廟一壇，

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有禱焉。為壇祭之，去壇為鬼。官師一廟，曰考廟。

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為鬼。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見《禮記注疏》，卷 46，頁 7–8。《大

戴禮記．禮三本》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

事二世，待年而食者，不得立宗廟。」見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北京：中華書局，1999.12.），

頁 18。《荀子．禮論》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

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見王先謙：《荀子集解》（臺北：華正書局，1993.9.），

頁 234。 

78 《左傳》曰：「王命諸侯，名位不同，禮亦異數，不以禮假人。」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9，

頁 15。 

79 《左傳》曰：「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臣之位在四。」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37，

頁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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況祖宗其功德而可以不尊奉其廟焉。」80 

《孔子家語》所言與劉歆極為相近，主謂祖與宗有別。而「謂之祖宗者，

其廟皆不毀」，劉歆認為武帝廟不宜廢，且因漢宣帝立武帝廟為世宗廟，

「宗，變也，苟有功德則宗之，不可預為設數」，故哀帝從劉歆所議。班

彪（A.D.3–54）曰： 

漢承亡秦絕學之後，祖宗之制因時施宜。自元、成後學者蕃滋，貢

禹毀宗廟，匡衡改郊兆，何武定三公，後皆數復，故紛紛不定。何

者？禮文缺微，古今異制，各為一家，未易可偏定也。考觀諸儒之

議，劉歆博而篤矣。81 

此事歷自貢禹、匡衡以至於劉歆，劉歆何以被稱為「博而篤矣」？許慎

（A.D.30–124）《五經異義》曰： 

異義《詩．魯》說：丞相匡衡以為，殷中宗、周成宣王皆以時毀。

《古文尚書》說：經稱中宗明其廟，宗而不毀。謹案《春秋．公羊》

御史大夫貢禹說，王者宗有德，廟不毀；宗而復毀，非尊德之義。82 

                                                 
80 王肅注曰：「祖宗者，不毀之名。其廟，有功者謂之祖，至於周文王是也。有德者謂之宗，

武王是也。二廟自有祖宗，乃謂之二祧。又以為配食明堂之名，亦可謂違聖指，失實事也。」見

王肅注：《孔子家語》（影宋蜀本，臺北：中華書局，1985.3.），卷 8，頁 4–5。 

81 見《漢書》，冊 4，頁 3130–3131。 

82 許慎《五經異義》今已不傳，本段引文引自《毛詩注疏》中。見《毛詩注疏》，卷 20 之 3，

頁 9。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序》曰：「《五經異義》，漢許慎撰，鄭玄駁。《隋唐經籍志》

箸錄十卷，宋時已佚，近人編輯�存百有餘篇。聚珍板外，有秀水王復本、陽湖莊葆琛本、嘉定

錢大昭本、曲阜孔廣林本。⋯⋯但去聖久遠，枝葉日蕃，不有折衷，奚由遵軌？此石渠、白虎所

以論同異於前，而叔重所以正臧否於後也。石渠議奏之體，先臚眾說，次定一尊，覽者得以考見

家法，劉夏生采之為《五經通義》，惜皆散亡。《白虎通義》經班固刪集，深沒眾家姓名，殊為

? 失，不如《異義》，所援古今百家，皆舉五經先師遺說，其體倣石渠論而詳瞻過之。」見陳壽

祺：《五經異義疏證》（清經解本，臺北：藝文印書館，1997.8.），卷 1248，序頁 1。《古佚書

輯本目錄附考證》曰：「按《後漢書》本傳舉玄之著述有《駁許慎五經異義》，《四庫全書總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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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先謙（A.D.1842–1917）《漢書補注》曰：「据此傳，則《古文尚書》說

即本之劉歆，歆又本之貢禹。」83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以為： 

貢禹建迭毀之議，劉歆以為失禮意。而《異義》所引禹說「王者宗

有德，廟不毀」，則與歆等合。此蓋禹言古者天子七廟之法，《異

義》取其一端言各有所當。84 

王先謙與陳壽祺在論述劉歆此議時的出發點並不相同，王先謙主論劉歆之

所本，認為許慎據「古文尚書說」以論劉歆；陳壽祺則以許慎為主，認為

許慎《五經異義》舉貢禹之說法一端，使之與劉歆相合。兩種說法其實都

不能否定劉歆在引經據傳時的「博篤」，其中包含了引用《公羊》之說來

申述自己的觀點。 

是以劉歆據《公羊》之說以言「毀廟」；從另一方面而言，諸儒所據

                                                                                                                                            
謂鄭玄所駁之文蓋即附於許氏原書之內，非二書單行，史志題名互有省略。此書久佚，經疏及唐

宋類書、《通典》等引有《異義》及鄭《駁》。朱彝尊所輯最略，僅採得《異義》數節，皆附鄭

《駁》。舊有輯本一卷，所採不注出處，《四庫》本即據舊輯重加釐訂，又據朱彝尊、惠棟所採

為《補遺》一卷。上海圖書館藏《鄭學四種》清抄本即據《四庫》本，錢大昕以朱筆點校，僅『娶

女皆當親迎』、『? 輒拒父』二節有眉批。王復以《四庫》本為底本，參取錢本、莊本，增訂為

一輯，佚文皆注明出處。（《藝海珠塵》諸本即翻刻王復本，唯於《補遺》續增二節。按其中一

節實重出。）按王復本所稱錢本、莊本，未詳指何人，據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序，當是錢大

昭、莊葆琛也。其餘諸家所輯詳略互見，編次亦頗不同，大抵以袁鈞本體例最善，此本又經其四

世孫堯年增補，採摭頗備。黃奭實襲孔廣林輯本，稍加釐訂，間附案語亦全抄孔氏，而沒其姓名。

陳壽祺所輯參訂王復、孔廣林諸本，並為疏證，後來居上。其後皮錫瑞評陳疏有漏略、習非、?

疏、炫博四失，爰據袁輯為底本，參互鉤稽，其疏證間採陳疏及孔廣林諸家說，成《疏證》十卷，

集諸本之長。」見孫啟治、陳建華編：《古佚書輯本目錄附考證》（北京：中華書局，1997.8.），

頁 84。皮錫瑞《駁五經異義疏證》曰：「受《春秋》之讀，敢贊一辭，仿毛詩之箋，別下己意，

據袁氏之輯本，述陳案之原文，補其闕遺，剔其蕪濫。」見皮錫瑞：《駁五經異義疏證》（續修

四庫全書影河間李氏重刊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序，頁 2。是其集諸本之長也。 

83 見王先謙：《漢書補注》，卷 73，頁 19。 

84 見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卷 1248，頁 56–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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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禮記》及《穀梁》之說，其實就是劉歆舉《左氏》所言的「名位」之說。

周壽昌（A.D.1814–1884）曰：「西漢奏議內，引《左氏傳》始見此及〈翟

方進傳〉」，85劉歆引《左氏》于奏議之中，其實是將「毀廟」之議分為

兩個方面詮釋，其一以《左氏》，其二以《公羊》。 

    2.  許淑、陳元與范升 

    在《左氏》義例初立之時，上疏議政不免夾雜他經他傳之說，以使自

我的論述能夠更為明確。這樣的情形，使得《左氏》之義不可能成為論述

的重心，必須像上述議毀廟時，曲折地以《左氏》陳述《禮記》及《穀梁》，

以《公羊》陳述《左氏》之說。這樣委婉的表達，主因「《左氏》不傳《春

秋》」的說法，壓抑了以《左氏》為主的議論，這也是劉歆之所以博篤諸

家，卻又責讓太常的原因。86 

到了東漢光武帝建武年間，尚書令韓歆（？–A.D.39）上疏，欲為《費

氏易》、《左氏春秋》立博士。建武四年（A.D.28），范升駁韓歆、許淑

等人的《左氏》之學於雲台。其曰： 

《左氏》不祖孔子，而出於丘明，師徒相傳，又無其人，且非先帝

所存，無因得立。87 

其於辯難後奏曰： 

臣聞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君。⋯⋯今《費》、

                                                 
85 見王先謙：《漢書補注》，卷 73，頁 18。 

86 錢穆〈劉向歆父子年譜〉曰：「歆、舜此奏，已引《左氏》，然據《禮記．王制》及《榖梁》

而言七廟，引周公〈毋逸〉舉殷三宗，亦用今文說，烏見所謂欲奪今文而篡孔子之統者？後人必

謂今古文各自分家，不相混淆，然歆爭立古文諸經，而奏書議禮乃復雜引今文。劉向治《榖梁》，

與公羊家廷辨，其奏書封事亦屢引《公羊》為說。哀帝所謂欲廣道術，本非有今古分家之見也。⋯⋯

歆復論毀廟失禮意，引〈周語〉，稱《春秋外傳》，疑亦同時。及明年，歆遂請立《左氏春秋》。」

見錢穆：《兩漢經學今古文平議》，頁61。 

87 見范曄：《後漢書．范升列傳》，冊 2，頁 12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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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二學，無有本師，而多反異，先帝前世，有疑於此，故《京

氏》雖立，輒復見廢。⋯⋯今陛下草創天下，紀綱未定，雖設學官，

無有弟子，詩書不講，禮樂不修，奏立《左》、《費》，非政急務。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傳曰：「聞疑傳疑，聞信傳信，

而堯舜之道存。」願陛下疑先帝之所疑，信先帝之所信，以示反本，

明不專己。88 

持論與劉歆之時相類，皆是為立學官之事而發，而認為「《左氏》不祖孔

子」。范升的主要論點，是由「主不稽古，無以承天；臣不述舊，無以奉

君」而發，其言「稽古述舊」，乃是相對於《費氏易》、《左傳》二學而

來。而其所舉「傳曰」，乃據《榖梁傳．桓公五年》曰：「《春秋》之義，

信以傳信，疑以傳疑」，89與《公羊傳．哀公十有四年》：「君子曷為為

《春秋》？⋯⋯其諸君子樂道堯舜之道與」。90范升合《公羊》、《榖梁》

二傳之說，以論《左氏》當立與否，除了根據當時時政，與諸經競立學官

外，當時難范升者認為，「《太史公》多引《左氏》」，可見范升認為《左

氏》非「稽古述舊」的說法，並不被當時普遍認同。陳元上書駁范升曰： 

今論者沉溺於所習，翫守舊聞，固執虛言傳授之辭，以非親見實事

之道。《左氏》孤學少與，遂為異家之所覆冒。⋯⋯況於竹帛餘文，

其為雷同者所排。⋯⋯若辭不合經，事不稽古，退就重誅。91 

陳元認為，范升據《公羊》、《榖梁》二傳而論，或者據先帝為說，以至

於上「《太史公》違戾五經」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其實

                                                 
88 其後，范升又奏《左氏》之失十四事，而且在當時認為，太史公多引《左氏》，范升又上「太

史公違戾五經，謬孔子言，及《左氏春秋》不可錄三十一事」。見范曄：《後漢書．范升列傳》，

冊 2，頁 1228–1229。 

89 見《春秋榖梁傳注疏》，卷 3，頁 10。 

90 見《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28，頁 13–14。 

91 見《後漢書》，冊 2，頁 1230–1232。 



 

第三章  杜預〈序〉所描述的治經前提 

 81 

都是范升溺於所習的說辭；應該討論的是《左氏》是否合於經，所載是否

稽於古。 

此次的爭論，主要在於經典的爭勝，《後漢書》贊曰：「升、元守經，

義偏情較」，92范升與陳元二者，已由「廣道術」轉而成為固執於自己所

執守的經典。因此，《左氏》與諸家的糾纏，並沒有在光武帝立《左氏》

學之後結束，反而隨後又廢。93 

    3.  賈逵與李育 

    上述漢代儒者為使《左氏》得立於《春秋》之學，必須使《左氏》有

與《公羊》、《榖梁》二傳相同，或者勝出的說法，以證實《左氏》傳《春

秋》，這些皆與時政有著密切的關係。東漢章帝建初元年（A.D.76），因

皇帝喜《左氏傳》，詔賈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台。94使得賈逵更加

深入於先儒所言，進而闡明《左氏》之義長於二傳，並與圖讖之說相合。

賈逵曰： 

臣以永平中上言《左氏》與圖讖合者，先帝不遺芻蕘，省納臣言，

寫其傳詁，藏之祕書。建平中，侍中劉歆欲立《左氏》，不先暴論

大義，而輕移太常，恃其義長，詆挫諸儒，諸儒內懷不服，相與排

之。孝哀皇帝重逆眾心，故出歆為河內太守。從是攻擊《左氏》，

                                                 
92 見《後漢書》，冊 2，頁 1244。王充《論衡．案書篇》曰：「光武皇帝之時，陳元、范升上

書連屬，條事是非，《左氏》遂立。范升尋因罪罷。元、升天下極才，講論是非，有餘力矣。陳

元言訥，范升章詘，《左氏》得實，明矣。」見黃暉：《論衡校釋（附劉盼遂集解）》（北京：

中華書局，1996.11.），? 4，頁 1164。 

93 《東觀漢記》曰：「光武興立《左氏》，而桓譚、? 宏，並共毀訾，故中道而廢。」見姚之

駰輯：《東觀漢記》（收于楊家駱主編《後漢書并附編十三種》，臺北：鼎文書局，1999.4.），卷

16，頁 134。《後漢書集解》引惠棟曰：「與《新論》殊乖，後人疑之。」見王先謙：《後漢書

集解》，卷 36，頁 9。 

94 《後漢書》曰：「建初元年，詔逵入講北宮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使發出《左氏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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遂為重讎。至光武皇帝，奮獨見之明，興立《左氏》、《榖梁》，

會二家先師不曉圖讖，故令中道而廢。凡所以存先王之道者，要在

安上理民也。今《左氏》崇君父，卑臣子，彊幹弱枝，勸善戒惡，

至明至切，至直至順。且三代異物，損益隨時，故先帝博觀異家，

各有所採。《易》有施、孟，復立梁丘，《尚書》歐陽，復有大小

夏侯，今三傳之異亦猶是也。又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

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

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

火，則漢不得為赤。其所發明，補益實多。95  

賈逵藉由上述《左氏》立於學官的兩個階段，言劉歆不先「暴論大義」；

言陳元等人「不曉圖讖」，而「大義」與「圖讖」正是賈逵論述的重點，

亦即「義長於二傳」之因。賈逵自云： 

至如祭仲、紀季、伍子胥、叔術之屬，《左氏》義深於君父，《公

羊》多任於權變，其相殊絕，固以甚遠，而冤抑積久，莫肯分明。96 

李賢（A.D.651–684）注曰： 

《左傳》，宋人執鄭祭仲，曰：「不立突，將死。」祭仲許之，遂

出昭公而立厲公。《公羊傳》曰：「祭仲者何？鄭之相也。何以不

名？賢也。何賢乎祭仲？以為知權也。其知權奈何？⋯⋯宋人執之，

謂之曰：『為我出忽而立突。』祭仲不從其言，則君必死，國必亡；

從其言，則君可以生易死，國可以存易亡。⋯⋯古之有權者，祭仲

之權是也。」97 

                                                                                                                                            
大義長於二傳者。」見《後漢書》，冊 2，頁 1236。 

95 見《後漢書》，冊 2，頁 1237。 

96 見《後漢書》，冊 2，頁 1236。 

97 見《後漢書》，冊 2，頁 1236。 



 

第三章  杜預〈序〉所描述的治經前提 

 83 

《公羊疏》引賈逵《春秋長義》云：「若令臣子得行，則閉君臣之道，啟

? 弒之路。」98杜預注云：「祭，氏。仲，名。不稱行人，聽迫脅以逐君，

罪之也」，99此則為賈逵所謂「《左氏》義深於君父，《公羊》多任於權

變」。另見李賢注《後漢書》所引《春秋．莊公三年》：「紀季以酅入于

齊」，《春秋．莊公四年》：「紀侯大去其國」；100引《左傳．昭公二十

年》伍奢之事以言復仇，而言《公羊》「不許子胥復讎，是不深父也。」；

101又引《春秋．昭公三十有一年》：「冬，邾黑肱以濫來奔」，102《左傳》

曰：「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

為不義，弗可滅已。」103《春秋正義》曰：「傳解其無邾之意。言邾人以

濫封此黑肱，使為別國，故不繫於邾」，104與《公羊》賢叔術之文異。 

    至於賈逵所謂「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後漢書．儒林傳》曰： 

李育⋯⋯以為前世陳元、范升之徒更相非折，而多引圖讖，不據理

                                                 
98 見《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5，頁 9。 

99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7，頁 8。劉文淇曰：「以此證之，則杜用賈義。」見劉文淇：《春

秋左氏傳舊注疏證》（京都：中文出版社，1979.5.），頁 111。 

100 李賢注曰：「《左傳》，『紀季以酅入于齊』，『紀侯大去其國』。賈逵以為，紀季不能兄

弟同心以存國，乃背兄歸讎，書以譏之。《公羊傳》曰：『紀季者何？紀侯之弟也。何以不名？

賢也。何賢乎？服罪也。其服罪奈何？請後五廟以存姑姊妹。』」見《後漢書》，冊 2，頁 1236。 

101 李賢注曰：「《左傳》，楚平王將殺伍奢，召伍奢子伍尚、伍員曰：『來，吾免而父。』尚

謂員曰：『聞免父之命，不可以莫之奔，親戚為戮，不可以莫之報。父不可棄，名不可廢。』子

胥奔吳，遂以吳師入郢，卒復父讎。《公羊傳》曰：『父受誅，子復讎，推刃之道也。』《公羊》

不許子胥復讎，是不深父也。」見《後漢書》，冊 2，頁 1236。 

102 《左傳》曰：「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

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為不義，不可滅已。是以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公

羊傳》曰：「冬，黑弓以濫來奔。文何以無邾婁？通濫也。曷為通濫？賢者子孫宜有地。賢者孰

謂？謂叔術也。何賢乎叔術？讓國也。」見《後漢書》，冊 2，頁 1236。 

103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3，頁 19。 

104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3，頁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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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於是作《難左氏義》四十一事。⋯⋯（建初）四年，詔與諸儒

論五經於白虎觀，育以《公羊》義難賈逵，往返皆有理證，最為通

儒。105 

本段文義，敘述簡略，據徐彥《公羊疏》云：「（賈逵）作《長義》四十

一條，云《公羊》之短，《左氏》之長」，106故李育亦作《難左氏義》四

十一事，以申《公羊》。是以李育藉陳元、范升之事，批評賈逵以《左氏》

證圖讖，不據理體。賈逵云：「先師不曉圖讖」，則「前世」「多引圖讖」

者，是指范升而言。107故賈逵據圖讖以明《左氏》義長於二傳，《左傳》

曰：「其處者為劉氏」，108《春秋正義》曰： 

蓋以為漢室初興，損棄古學，《左氏》不顯於世。先儒無以自申劉

氏從秦從魏，其源本出劉累，插注此辭，將以媚於世。明帝時，賈

逵上疏云：「五經皆無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

文。」竊謂前世藉此以求道通，故後引之以為證耳。109 

《春秋正義》舉賈逵於明帝之時上疏之語，即賈逵所言「臣以永平中上言

                                                 
105 見《後漢書》，冊 4，頁 2582。 

106 見《春秋公羊傳注疏》，序，頁 3。 

107 范升與諸儒議於雲臺時，引《易》曰：「正其本萬事理」。李賢注曰：「今《易》無此文也。」

《後漢書集解》引王會汾曰：「案此必易緯之辭。凡漢人說經，所引緯書，若《春秋元命苞》等，

則曰：『春秋說』；《易乾鑿度》等，則曰：『易說』；《尚書大傳》等，則曰：『尚書說』。

今范升引易緯，遂蒙上『《易》曰』為文。注家於《易》本文中求之，固無此文耳。」惠棟曰：

「劉向《說苑》引《易》云：『建其本而萬物理，失之毫釐，差以千里』，程迥云：『《易緯通

卦驗》之文』。」見王先謙：《後漢書集解》，卷 36，頁 9。張廣慶〈從《春秋公羊解詁》論何

休對賈逵之反擊〉亦云：「案諸賈逵言《左氏》先師不曉圖讖，故中道而廢，則李育所謂『多引

圖讖』，蓋指范升引之以折陳元。」見張廣慶：〈從《春秋公羊解詁》論何休對賈逵之反擊〉，

《經學研究論叢》，第 3輯，頁 182。 

108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9下，頁 11。 

109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9下，頁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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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氏》與圖讖合者」。賈逵上疏章帝，以圖讖言《左氏》義長於二傳的

理由有二，其一即「劉氏從秦從魏」而為堯後者，其二則為劉氏繼堯而以

火德王。 

    《左傳．文公十三年》：「其處者為劉氏」，乃言魏人士會自秦歸晉

之時，已有家人留於秦地，《春秋正義》曰：「會子在秦，不被賜族，故

自復累之姓為劉氏」，110《左傳．昭公二十九年》魏獻子問於蔡墨，曰： 

昔有飂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實甚好龍，能求其耆欲以飲食之，龍

多歸之，乃擾畜龍以服事帝舜。帝賜之姓曰董氏，曰豢龍，封諸鬷

川，鬷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龍。及有夏孔甲，擾于有帝，

帝賜之乘龍，河漢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獲豢龍氏。

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劉累，學擾龍于豢龍氏，以事孔甲，能飲食

之。夏后嘉之，賜氏曰御龍，以更豕韋之後。龍一雌死，潛醢以食

夏后，夏后饗之，既而使求之，懼而遷于魯縣，范氏其後也。111 

《左傳．襄公二十四年》范宣子曰：「昔? 之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在

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為唐杜氏，晉主夏盟為范氏。」112賈逵

云： 

宣王殺杜伯，其子逃而奔晉。子輿，士蒍字；武子，士會也。會，

士蒍之孫，是隰叔四世。及士會食邑於范，為范氏也。113 

                                                 
110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9 下，頁 11。《漢書．高帝紀》顏師古亦注曰：「本出劉累，而

范氏在秦者又為劉，因以為姓。」見《漢書》，冊 1，頁 1。 

111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3，頁 3–5。 

112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35，頁 22–23。 

113 本段賈逵之言，援引自襄公二十四年《正義》之中，文公十三年《正義》亦有與此雷同之語，

其引賈逵曰：「隰叔，杜伯之子。周宣王殺杜伯，其子逃而奔晉。子輿，士蒍也；武子，蒍之孫，

即士會也。」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35，頁 23；卷 19下，頁 11。《世本》曰：「范氏，晉

大夫隰叔之子，士蒍之後，蒍生成伯缺，缺生武子會，會生文叔燮，燮生宣叔? ，? 生獻子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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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以范氏為唐堯之後，士會食邑於范為范氏，而士會羈留於秦地之族人，

則襲劉累之姓以為劉氏，故以《左傳》知劉氏處秦而從魏。114 

    至於劉氏繼堯而以火德王，李賢注《後漢書》曰： 

《史記》曰：「黃帝崩，其孫昌意之子立，是為帝顓頊」。當時五

經家同為此說。若以顓頊代黃帝以土德王，即顓頊當為金德，高辛

為水德，堯為木德。漢承堯後，自然不得為火德也。115 

是《史記》以黃帝為土德王，其後顓頊以金德王，其後高辛以水德王，其

後堯以木德王。漢承堯以為火德，今堯為木德，則漢不得為火，與緯書所

載違異。116《左傳．昭公十七年》郯子曰： 

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為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為火師

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為水師而水名；大皞氏以龍紀，故為龍

師而龍名。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為鳥師而

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為民師而命以民事，

                                                                                                                                            
鞅生吉射。」見雷學淇校輯：《世本》（西南書局《世本》八種，臺北：西南書局，1974.1.），

頁 37。 

114 如《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曰：「劉氏出自祁姓。帝堯陶唐氏子孫生子有文在手曰：『劉累』，

因以為名。能擾龍，事夏為御龍氏，在商為豕韋氏，在周封為杜伯，亦稱唐杜氏。至宣王，滅其

國。其子隰叔奔晉為士師，生士蒍。蒍生成伯缺，缺生士會。會適秦，歸晉，有子留於秦，自為

劉氏。生明，明生遠，遠生陽，十世孫，戰國時獲於魏，遂為魏大夫。秦滅魏，徙大梁，生清，

徙居沛。生仁，號豐公。生煓，字執嘉。生四子：伯、仲、邦、交。邦，漢高祖也。」見《新唐

書》，? 7，頁 2244。 

115 見《後漢書》，冊 2，頁 1238。 

116 關於這方面，緯書所載者多矣。如《春秋命曆序》曰：「炎帝號曰大庭氏，傳八世，合五百

二十歲。黃帝一曰帝軒轅，傳十世，二千五百二十歲。次曰帝宣，曰少昊，一曰金天氏，則窮桑

氏，傳八世，五百歲。次曰顓頊，則高陽氏，傳二十世，三百五十歲。次是帝嚳，及高辛氏，傳

十世，四百歲。」見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緯書通考》（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1994.12.），

冊中，頁 881–882。《春秋內事》曰：「軒轅氏以土德王天下。」見安居香山、中村璋八輯：

《緯書通考》，冊中，頁 8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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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不能故也。117 

賈逵言「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使堯為木德，而漢不得為火德，據《左

傳》所載，少昊立於顓頊之前，則以「少昊代黃帝」，即以黃帝以土德王，

其後少昊以金德王，其後顓頊以水德王，其後高辛以木德王，其後堯以火

德王，漢代方得以火德而王。118 

    賈逵既認為《左氏》義長於二傳，則以為《公羊》、《榖梁》所無者，

《左氏》亦備具；《公羊》、《榖梁》所有者，《左氏》則義長，故何休

曰：「至使賈逵緣隙奮筆，以為《公羊》可奪，《左氏》可興」。119今以

《春秋．桓公三年》為例，《春秋》於首時必書王，但在桓公之際，除了

桓九年春無王無月，共有十三年雖有月而無王，賈逵云：「不書王，弒君、

易祊田、成宋亂，無王也。元年治桓、二年治督、十年正曹伯、十八年終

始治桓」，120《春秋正義》曰：「先儒多用《榖梁》之說」。121《榖梁傳》

傳曰： 

元年，春王，桓無王，其曰王何也，謹始也。其曰無王何也？桓弟

弒兄，臣弒君，天子不能定，諸侯不能救，百姓不能去，以為無王

之道，遂可以至焉爾。元年有王，所以治桓也。122 

二年，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弒其君與夷。桓無王，其曰王何也？

正與夷之卒也。123 

                                                 
117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48，頁 5–9。 

118 黃彰健認為，賈逵的說法是根據劉歆《世經》而來，與《史記》的根據不同，其曰：「《史

記》的根據為〈五帝德〉及〈帝繫姓〉，而劉歆的根據則為《春秋左氏傳》及《逸周書．嘗麥解》。」

見黃彰健：《經今古文問題新論》（臺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2.9.），頁 168。 

119 見《春秋公羊傳注疏》，序，頁 3。 

120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6，頁 1。 

121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6，頁 1。 

122 見《春秋榖梁傳注疏》，卷 3，頁 1。 

123 見《春秋榖梁傳注疏》，卷 3，頁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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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春王正月，庚申，曹伯終生卒。桓無王，其曰王何也？正終

生之卒也。124 

李貽德（A.D.1783–1832）《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云：「賈並用《榖梁》

說，而易祊田、成宋亂，皆無王之實，故兼言之。」125劉師培《春秋左氏

傳時月日古例考》曰： 

由今觀之，賈說悉與《榖梁》合者，惟元年、十年二條已耳。二年

書王，《榖梁》以為正與夷之卒，賈君以為治督，與宋督去氏之旨

互明。三年以下不書王，《榖梁》以為由桓行篡弒，賈於弒君而外，

別引易祊、成宋亂二端。十八年書王，《榖梁》無說，范寧《集解》

云：「此年書王，以王法終治桓之事。」即襲賈君《左氏》誼。126 

是以賈逵恃《左氏》義長於二傳，用《榖梁》說，而更於「無王」言「易

祊田、成宋亂」；於「書王」言「二年治督、十八年終始治桓」，是以奪

《榖梁》而興《左氏》。 

杜預於此則曰：「經之首時必書王，明此厤天王之所班也。其或廢法

違常，失不班厤，故不書王」，127杜預並未遽然斷言。據《左氏》所言，

「王正月」為周王之正月，且於經文此處，傳文未言不書王的理由，故杜

預言為「廢法違常，失不班厤」，故或有不書王之事。與賈逵相較，杜預

執守於《左氏》傳文，而未援他傳之義以解他條經文，以桓二年為例，《左

                                                 
124 見《春秋榖梁傳注疏》，卷 4，頁 3。 

125 見李貽德：《春秋左傳賈服注輯述》（清經解續編，臺北：藝文印書館，1986.9.），卷 3，

頁 8。 

126 見劉師培：《春秋左氏傳時月日古例考》（劉申叔遺書，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11.），

頁 2。 

127 《春秋正義》曰：「杜以正是王正，厤從王出，故以為王者班厤，史乃書王，明此厤天王之

所班也。其或廢法違常，失不班厤，則諸侯之史不得書王，言此十三年無王，皆王不班厤故也。」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6，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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傳》曰：「君子以督為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故先書弒其君」，128是

傳文本有先書之義，何須待無王以治督？且於宣公四年傳曰：「凡弒君稱

君，君無道也；稱臣，臣之罪也。」129今經文曰：「宋督弒其君」，則已

言宋督之罪，又何須待無王以治督？賈逵據《榖梁》以言《左氏》，其實

應是據《左氏》以言《春秋》，而言《左氏》義長於二傳，對於杜預而言，

此皆膚引二傳以言《左氏》。 

 

 

第二節  《春秋》起止 

 

    上述「膚引《公羊》、《榖梁》」一節中，說明《左傳》因晚立學官，

在建立義例上必須面臨二傳的限制，在解釋《春秋》上，同時又限於三傳

的爭長。因此，從「《左氏》不傳《春秋》」到「《左氏》義長」，《左

傳》始終未能擺脫與二傳注家進行交鋒的場域。到了杜預之時，「專脩丘

明之傳以釋經」，以明《春秋》經文始隱止麟之意，從而論及仲尼作意，

與先儒妖妄近誣之言。 

    杜預與漢代《左氏》先儒不同之處，在於杜預亟欲擺脫二傳之於經文

的詮釋，以及《左氏》先儒從此基礎上所建立的詮釋，因此在許多論點上

產生明確的對比。譬如「素王、素臣」、「黜周王魯」之說，與杜預所認

為的「傷時王之政」的對比；又如「文成致麟」，與杜預所認為的「感麟

而作」的對比。因此，杜預要在「《春秋》之作」上，擺脫二傳之說，並

且重建《春秋》與《左傳》在解經上的關係。〈春秋左氏傳序〉曰： 

或曰：《春秋》之作，《左傳》及《穀梁》無明文，說者以為仲尼

                                                 
128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頁 5。 

129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21，頁 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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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反魯，脩《春秋》，立素王，丘明為素臣。言《公羊》者亦云：

黜周而王魯，危行言遜，以辟當時之害，故微其文，隱其義。《公

羊》經止獲麟，而《左氏》經終孔丘卒，敢問所安？⋯⋯曰：然則

《春秋》何始於魯隱公？130 

《春秋正義》認為本段「或曰」，其實是圍繞著四個問題而言，《春秋正

義》曰： 

一問之間，凡有四意。其一問作之早晚；其二問先儒言孔子自為素

王，其事虛實；其三問《公羊》說孔子黜周王魯，其言是非；其四

問《左氏》獲麟之後，乃有餘經。131 

杜預對於這四個問題的回答，先言孔子因獲麟而作《春秋》，次言《春秋》

始隱之意，次言非《公羊》「黜周王魯」之說，次言非先儒「素王」，與

引經至仲尼卒之說。這四個問題提出與問題的回覆，有其順序，《春秋正

義》曰： 

所荅或先或後而其文不次，欲令先有案據，乃得遞相發明，故不得

以次而荅問者。先問作之早晚，杜意定以獲麟乃作，故從「仲尼曰」

至「所以為終」，明作之時節，兼明白本意自欲制作，感麟方始為

之，非是先作《春秋》乃後致麟也。既言止麟之意，須說始隱之由，

且欲取平王周正，驗其非黜周王魯之證。但既言其終，倒言其始，

則於文不次，故荅前義未了，更起一問，自「曰然則」以下盡「此

其義也」，明《春秋》始隱之意，荅黜周王魯之言。既言王魯為非，

遂并辯《公羊》之謬。自「若夫制作」盡「非隱之也」，荅微文隱

義之為非也。自「聖人包周身之防」盡「非所聞也」，荅孫言辟害

之為虛也。先儒以為未獲麟而巳作《春秋》，過獲麟而經猶未止，

                                                 
130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22、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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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既荅《公羊》之謬，然後卻辯素王為虛，并說引經為妄，自「子

路欲使門人」盡「又非通論也」，荅素王素臣之問。自「先儒以為」

盡「得其實」，荅經止獲麟之意。「至於反袂」以下，言其不可采

用。此章分段大意，其文旨如此。132 

根據《春秋正義》的分析，認為杜預此段回答乃起自「獲麟」，而止自「獲

麟」。「獲麟」之起止，即《春秋》作意之起，與《春秋》經文之止。這

樣的說法，乃是據於《公羊傳》而來。以下將杜預所認為《春秋》起止的

四個問題，分述於下。 

（一）作之早晚 

杜預曰：「據《公羊》經止獲麟，⋯⋯至於反袂拭面，稱吾道窮，亦

無取焉」，133杜預將《公羊傳．哀公十四年》分為兩部分，取其經止獲麟，

無取其「反袂拭面」以下的傳文。因為，雖然《公羊傳》經文止於「獲麟」

一事，所言經之作意，卻頗涉讖緯之言，與杜預所以為的「經止獲麟」不

同。杜預其實是藉著本段答問，來敘述《春秋》作意之起的一個過程，因

為「《春秋》之作，《左傳》及《榖梁》無明文說者」。134今見《公羊傳》

中亦無明文說者，然而，《春秋正義》引孔舒元（A.D.268–320）《公羊傳》

有云曰： 

十有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今麟非常之獸，其為

非常之獸柰何？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至。然則孰為而至？為孔

子之作《春秋》。135 

                                                                                                                                            
131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22。 

132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23–24。 

133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28。 

134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22。 

135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22。臧琳《經義雜記》曰：「孔舒元未詳何時人，〈儒林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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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羊傳》認為，孔子作《春秋》為王者之事，麟至係因孔子作《春秋》

而來。基於這樣的想法，於是出現「麟至」是因「三年文成」或者「獲麟

而作」的兩種說法。 

1.  三年文成 

    關於「三年文成」的說法，也就是先有孔子作《春秋》而後有麟至。

136在〈春秋左氏傳序〉中，「或曰」所謂的「說者以為⋯⋯」，即是這種

說法，而所指的是治《左傳》的學者。137《春秋正義》引「說《左氏》者」

曰： 

麟生於火而遊於土，中央軒轅大角之獸。孔子作《春秋》，《春秋》

者禮也，脩火德以致其子，故麟來而為孔子瑞也。138 

《春秋正義》曰： 

賈逵、服虔、潁容等皆以為，孔子自? 反魯，考正禮樂，脩《春秋》

約以周禮，三年文成致麟。麟感而至，取龍為水物，故以為脩母致

子之應。139 

                                                                                                                                            
及《六藝論》皆無之；《隋志》有『《春秋公羊傳》十四卷，孔衍集解』未知是否？杜氏作序，

既所據用，則為古本可知矣。」見臧琳：《經義雜記》，卷 296，頁 14。皮錫瑞據此而言曰：「衍

雖晉人，其年輩在杜預後，杜所據用非必衍書，或杜所見《公羊》與衍所據本同。漢時《公羊》

有嚴顏二家，何邵公據顏氏，故少數語；杜預孔衍蓋據嚴氏，故多數語，鄭君注《禮》箋《詩》，

引《公羊》與何本不同，⋯⋯何本無之，皆《嚴氏春秋》也。」見皮錫瑞：《經學通論》（臺北：

臺灣商務印書館，1989.10.），春秋，頁 30。 

136 蔡邕（A.D.133–192）〈麟頌〉云：「皇矣大角，降生靈獸，視明禮修，麒麟來孚。《春秋》

既書，爾來告就，庶士子鉏，獲諸西狩。」引自《初學記》，卷 29，頁 701。 

137 徐彥疏曰：「《左氏》以為，魯哀十一年夫子自?反魯，十二年告老遂作《春秋》，至十四

年經成。」即此之意也。見《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1，頁 1。 

138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9，頁 12。 

139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9，頁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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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正義》所言「取龍為水物，故以為脩母致子之應」，乃是引《左傳》

昭公二十九年傳文而言。傳曰：「龍，水物也，水官? 矣，故龍不生得」，

140《春秋正義》於下疏之曰： 

漢氏先儒說《左氏》者，皆以為五靈配五方。龍屬木，鳳屬火，麟

為土，白虎屬金，神龜屬水。其五行之次：木生火，火生土，土生

金，金生水，水生木。王者脩其母則致其子，水官脩則龍至，木官

脩則鳳至，火官脩則麟至，土官脩則白虎至，金官脩則神龜至。⋯⋯

皆脩其母而致其子也。⋯⋯杜氏既無其說，未知與舊同否，此下不

注，似與舊說異。141 

許慎《五經異義》亦云：「傳云：『水官不脩，故龍不至。』以水生木，

故為脩母致子之說」，142是以漢代《左氏》先儒以為孔子為王者，「王者

脩其母則致其子」，故孔子脩《春秋》而麟至，麟為土，火生土，是以孔

子為脩火德而使麟至之。因此說《春秋》乃是「脩火德以致其子」，為漢

而作。所以，漢代《左氏》先儒在孔子脩《春秋》與麟至的順序上，因有

                                                 
140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3，頁 7。 

141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3，頁 7。《春秋正義》雖言「五靈配五方」，而所言卻以「五靈

配五材」，這是因為省略了「五方」何以為「五材」。《管子．四時》曰：「東方曰星，其時曰

春。其氣曰風。風生木與骨，⋯⋯南方曰日，其時曰夏，其氣曰陽，陽生火與氣，⋯⋯中央曰土，

土德實輔四時入出，以風雨節土益力，土生皮肌膚，⋯⋯西方曰辰，其時曰秋，其氣曰陰，陰生

金與甲，⋯⋯北方曰月，其時曰冬，其氣曰寒，寒生水與血。」見《管子》（四部叢刊影瞿氏鐵

? 銅? 樓宋刊本，上海：上海書店，1989.3.），卷 14，頁 4–6。故以為「龍屬木，鳳屬火，麟

為土，白虎屬金，神龜屬水」。 

142 蔡邕《月令章句》曰：「天宮五獸，中有大角軒轅麒麟之信。凡麟，生於火，遊於土，故脩

其母而致其子，五行之精也。」引自徐堅：《初學記》，卷 29，頁 700。因此，服虔注獲麟云：

「麟，中央土獸。土為信，信，禮之子，脩其母致其子。視明禮脩而麟至，思睿信立而白虎擾，

言從義成而神龜在沼，聽? 知正則名川出龍，貌恭性仁則鳳皇來儀。又《毛詩傳》云：『麟信而

應禮』，又云：『騶虞，義獸，⋯⋯有至信之德則應之。』皆為以脩母致子之義也。」見《禮記

注疏》，卷 22，頁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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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脩母致子」之說，皆以為「三年文成致麟」。 

2.  獲麟而作 

    上述漢代《左氏》先儒以為「三年文成致麟」，漢代《公羊》儒者卻

非如是。《公羊傳》曰：「君子曷為為《春秋》？撥亂世反諸正，莫近諸

《春秋》」，143何休注曰： 

得麟之后，天下血書魯端門曰：「趍作法，孔聖沒，周姬亡，彗東

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絕。」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

飛為赤烏，化為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圖制法之狀，孔

子仰推天命，俯察時變，卻觀未來，豫解無窮，知漢當繼大亂之后，

故作撥亂之法以授之。144 

徐彥疏曰： 

孔子未得天命之時，未有制作之意，故但領緣舊經，以濟當時而已。

既獲麟之后，見端門之書，知天命已制作，以俟后王，于是選理典

籍，欲為撥亂之道。以為《春秋》者，賞善罰惡之書，若欲治世反

歸于正道，莫近于《春秋》之義。是以得天命之后，乃作《春秋》

矣。145 

何休據《演孔圖》言獲麟而作《春秋》，徐彥以為孔子待得天命之後，方

始制作，是其以為「獲麟而作」《春秋》。漢代《公羊》儒者所以為的「獲

麟」，其實指的是「獲麟之後」的「端門之命」。今見何休以來的公羊儒

者，多在此上著墨，引用讖緯所言，以說孔子作意，包括引《閩因敘》所

云：「昔孔子受端門之命，制《春秋》之義。使子夏等十四人求周史記，

                                                 
143 見《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28，頁 13–14。 

144 見《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28，頁 14。 

145 見《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28，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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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百二十國寶書，九月經立」146等皆是。至於「獲麟」與孔子作意的關係，

何休在傳文：「孔子曰：孰為來哉！孰為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下

注曰： 

夫子素案圖錄，知庶姓劉季當代周，見薪采者獲麟，知為其出。何

者？麟者，木精，薪采者，庶人，燃火之意。此赤帝將代周居其位，

故麟為薪采者所執。西狩獲之者，從東方王於西也。東卯，西金象

也，言獲者，兵戈文也，言漢姓卯金刀，以兵得天下。不地者，天

下異也。又先是螽蟲冬踊，彗金精掃旦，置新之象，夫子知其將有

六國爭彊，從橫相滅之敗，秦項驅除，積骨流血之虞，然后劉氏乃

帝。深閩民之離害甚久，故豫泣也。147 

以何休的說法，孔子在知道薪采者獲麟時，就已知將有六國爭彊，以至劉

氏乃帝，不待子夏往觀端門血書。端門之說，乃是驗之於圖錄。孔子知獲

麟關乎劉氏之王，乃是以麟為木精，薪采者執之為火燃木之象，火勝木，

是以漢代周而起。148 

由此觀之，漢代《公羊》儒者與《左氏》儒者，之所以在「獲麟」一

事上會產生「三年文成」與「獲麟而作」的差異，主要在於詮釋漢周兩朝

交替的關係，是藉由麟為五靈之獸，而有相生或相勝不同的說法。149 

                                                 
146 徐彥曰：「《感精符》、《考異郵》、《說題辭》具有其文。」見《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1，頁 1。 

147 見《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28，頁 10。 

148 徐彥曰：「今乃舉此為文，即知庶人持斧破木燃火之意。故曰知庶人釆樵薪者，似若漢高祖

起于布衣之內，持三尺之? ，而以火應之，君臨四海，從東鄉西，以應周家木德之象也。」見《春

秋公羊傳注疏》，卷 28，頁 8。 

149 據龐樸所言，在文獻中可見的五行排列共有九種。分別為：「（1）水火木金土（經典序，《洪

範》）；（2）水火金木土（六府序，《大禹謨》、《左傳．文公七年》）；（3）土木金火水（相

勝序，《文選．魏都賦》注引《七略》曰鄒子、《呂覽．應同》。所謂五得之次，從所不勝。）；

（4）木火土金水（相生序，四時序，《管子．五行》、《尚書大傳．六沴》、《禮記．月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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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麟為金精 

又據蕭吉（？–614）《五行大義．論禽虫》所言： 

《禮記》曰：「麟鳳龜龍，謂之四靈。」《左傳》云：「麟鳳五靈，

王者之嘉瑞。」⋯⋯《演孔圖》以麟為木精，龍則非木。《大戴禮》

以麟為毛蟲，麟復成金。麟若為金，虎則無用。公羊高以麟為木精，

木生於火。夫子修《春秋》，至麟而止，豈知為漢之瑞，今所不執。
150 

蕭吉所引《禮記》的說法，則是關於《左傳》另一方面的問題。這方面的

問題，涉及《左傳》與《禮記》的差異，除了與「脩母致子」之說相違外，

與《榖梁》亦有關聯。由此可見，漢儒據「麟至」為說，則有屬土、屬木、

屬金之別。許慎《五經異義》引《公羊》曰：「哀十四年獲麟。此受命之

瑞，周亡失天下之異。」151公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等議於石渠152言曰：

                                                                                                                                            
《春秋繁露．五行之義》）；（5）金木水火土（通行序，《越絕書．計倪內經》、《文子．自

然》、《淮南子．泰族訓》、《白虎通．五行》）；（6）木火金水土（五官序，五方序，《左

傳．昭公二十九年》）；（7）木金火水土（五常序，《詩緯》、《中庸》首章鄭玄注、《洪範》

五事鄭玄注。亦『五行更王』序即相勝序，見《孔子家語．四》）；（8）土金木火水（五音序，

《朱子全書．樂》）；（9）水木火土金（相生序，《乾坤鑿度》、陳顯微《參同契解．序》）」

見龐樸：〈五行漫說〉，《文史》第 39輯，頁 34–35。 

150 見蕭吉撰，中村璋八、築島裕、石塚晴通解題：《五行大義》（德久邇文庫藏本，東京：汲

古書院，1991.），頁 518–519。 

151 見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卷 1250，頁 56。 

152 尹更始、劉向議於石渠，即是以《穀梁》異議於《公羊》之說。見《漢書．儒林傳》曰：「宣

帝即位，聞衛太子好《穀梁春秋》，以問丞相韋賢、長信少府夏侯勝及侍中樂陵侯史高，皆魯人

也，言穀梁子本魯學，公羊氏乃齊學也，宜興《穀梁》。時千秋為郎，召見，與《公羊》家並說，

上善《穀梁》說，擢千秋為諫大夫給事中，後有過，左遷平陵令。復求能為《穀梁》者，莫及千

秋。上愍其學且絕，乃以千秋為郎中戶將，選郎十人從受。汝南尹更始翁君本自事千秋，能說矣，

會千秋病死，徵江公孫為博士。劉向以故諫大夫通達待詔，受《穀梁》，欲令助之。江博士復死，

乃徵周慶、丁姓待詔保宮，使卒授十人。自元康中始講，至甘露元年，積十餘歲，皆明習。乃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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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為周異，不得復為漢瑞，知麟應孔子而至。」

153《榖梁》認為，《公羊》若以「麟至」是「異」，則不得為孔子之「瑞」，

故以為「麟應孔子而至」，為孔子之「瑞」。鄭玄駁之曰： 

玄之聞也，洪範五事，二曰言，言作從，從作乂，乂，治也。言於

五行屬金，孔子時周道衰亡，已有聖德，無所施用，作《春秋》以

見其志，其言可從，以為天下法。故應以金獸性仁之瑞，賤者獲之，

則知將有庶人受命而行之。受命之徵已見，則於周將亡，事勢然也。

興者為瑞，亡者為災，其道則然，何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之有乎？

如此，脩母致子，不若立言之說密也。154 

鄭玄據尹更始、劉向《榖梁》說，以駁《左傳》「脩母致子」之說。然鄭

玄亦非全據其言，《榖梁》以為「吉凶不並，瑞災不兼」，鄭玄並不據以

為說，但據「獲麟」以應孔子而至。《洪範五行傳》曰：「言之不從，是

謂不艾」，說曰：「『言之不從』，從，順也。『是謂不乂』，乂，治也。」

155鄭玄據《榖梁》言「獲麟」應孔子而至，又以應孔子作《春秋》而至為

                                                                                                                                            
五經名儒太子太傅蕭望之等大議殿中，平《公羊》、《穀梁》同異，各以經處是非。時《公羊》

博士嚴彭祖、侍郎申輓、伊推、宋顯，《穀梁》議郎尹更始、待詔劉向、周慶、丁姓並論。《公

羊》家多不見從，願請內侍郎許廣，使者亦並內《穀梁》家中郎王亥，各五人，議三十餘事。望

之等十一人各以經誼對，多從《穀梁》。由是《穀梁》之學大盛。」見《漢書》，冊 5，頁 3618。

《漢書．藝文志》中有「《議奏》三十九篇石渠論」，即上所謂《公羊》、《穀梁》「議三十餘

事」也。見《漢書》，冊 2，頁 1714。 

153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9，頁 12。《禮記注疏》引之曰：「吉凶不並，瑞災不兼。今麟為

周亡天下之異，不得為瑞，以應孔子至。」見《禮記注疏》，卷 22，頁 15。劉向於漢元帝初元

六年，以《春秋》災異上書諫曰：「和氣致祥，乖氣致異；祥多者其國安，異眾者其國危，天地

之常經，古今之通義也。」見《漢書》，冊 3，頁 1941。是以祥異所致之氣不同，故有「吉凶不

並，瑞災不兼」之說。 

154 見《禮記注疏》，卷 22，頁 15。 

155 見王先謙：《漢書補注》，卷 27 中之上，頁 16。《漢書補注》引王鳴盛曰：「志先引經，

是《尚書．洪範》文；次引傳，是伏生《洪範五行傳》文；又次引說，是歐陽、大、小夏侯等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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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言」之事，「言於五行屬金」，金屬西方，故《禮記疏》曰：「如鄭

此說，從陳欽之義。以孔子有立言之教，故致其方毛蟲」，156《春秋正義》

引陳欽曰：「麟，西方毛蟲，金精也。孔子作《春秋》，有立言」，157《後

漢書》曰：「欽，習《左氏春秋》，事黎陽賈護，與劉歆同時而別自名家」，
158陳欽與劉歆同時，所言《左氏》未必相同。此則陳欽以孔子立言，故麟

為西方毛蟲屬金，與許慎、服虔等說《左氏》「脩母致子」之說者不合。

許慎《五經異義》云： 

謹按〈禮運〉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龍，東方也；虎，西

方也；鳳，南方也；龜，北方也；麟，中央也。159 

鄭玄駁之曰： 

古者聖賢言事，亦有? 三者，取象天地人；四者，取象四時；五者，

取象五行。今云：「麟鳳龜龍，謂之四靈」，是則當四時明矣。虎

不在靈中，空言西方虎者、麟中央得則無近誣乎？160 

《大戴禮記》曰：「毛蟲之精者曰麟，羽蟲之精者曰鳳，介蟲之精者曰龜，

鱗蟲之精者曰龍，? 蟲之精者曰聖人。⋯⋯玆四者，所以聖人役之也」，

161《大戴禮記》也是以四靈為說。許慎等《左氏》儒者，欲合《左傳》與

                                                                                                                                            
當時列於學官，博士所習者；以下歷引《春秋》及漢事證之，所采皆仲舒、向、歆說也。」《五

行志》曰：「宣元之後，劉向治《榖梁春秋》，數其? 福，傳以《洪範》，與仲舒錯。」見王先

謙：《漢書補注》，卷 27上，頁 2–3。 

156 見《禮記注疏》，卷 22，頁 15。 

157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9，頁 12。 

158 見《後漢書》，冊 2，頁 1229–1230 

159 見《禮記注疏》，卷 22，頁 16。 

160 見《禮記注疏》，卷 22，頁 16。 

161 見《大戴禮記解詁》，曾子天圓第五十八，頁 100。又見《大戴禮記》曰：「故曰：有羽之

蟲三百六十，而鳳皇為之長；有毛之蟲三百六十，而麒麟為之長；有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

之長；有鱗之蟲三百六十，而蛟龍為之長；?之蟲三百六十，而聖人為之長。此乾坤之美類，禽



 

第三章  杜預〈序〉所描述的治經前提 

 99 

《禮記》之說，故以「脩母致子」之說求同於《禮記》，故為鄭康成譏之

為「脩母致子，不如立言之說密也」。162 

    由上可知，鄭玄實據《禮記》「四靈」為說，163以駁許慎據《左氏》

「脩母致子」言五行相生「三年文成」。但在《禮記》之外，又據《榖梁》、

《左氏》以備之。是以漢代儒者據麟為說，所言殊異；然皆據麟而言孔子

作《春秋》，只是在討論《春秋》「作之早晚」時，有「三年文成」與「獲

麟而作」的差別。至於鄭玄所據，則牽扯於兩經之間，或二傳之間，或《左

氏》之間的問題，雖未明言「作之早晚」，仍備於此言「麟至」之末。 

若回到杜預而言，其不引五行四方為說，故於一開始即曰：「異乎余

所聞」。且引《論語》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又引《論語》曰：

「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164《春秋正義》曰： 

「仲尼曰」與「歎曰」二者，皆《論語》文也。孔子過匡，匡人以

兵遮而脅之，從者驚怖，故設此言以強之。文王雖身既沒，其為文

王之道，豈不在茲身乎？孔子自比其身，言己有文王之道也。其下

文又云：「天之將喪斯文也，後死者不得與於斯文也。天之未喪斯

文也，匡人其如予何？」其意言天若未喪文王之道，必將使我制作，

匡人不能違天以害己，此言是有制作之本意也。聖人受命而王，則

鳳鳥至，河出圖，仲尼歎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

此言蓋傷時王之政不能致此瑞也。先有制作之意而恨時無嘉瑞，明

是既得嘉瑞，即便制作。杜欲明得麟乃作，故先表此二句。165 

                                                                                                                                            
獸萬物之數也。」見王聘珍：《大戴禮記解詁》，易本命第八十一，頁 259–260。 

162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9，頁 12。 

163 劉向《說苑》亦有據「四靈」為說。《說苑》曰：「凡六經帝王之所著，莫不致四靈焉。」

見向宗魯：《說苑校證》（北京：中華書局，2000.3.），頁 454。 

164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23。 

165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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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左氏》、《公羊》儒者，一言孔子作《春秋》而致嘉瑞，一言孔子

見嘉瑞知天命而作《春秋》，杜預認為皆非也。杜預認為，《左氏》雖無

明文《春秋》之作，據《論語》所言「天之未喪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

166是孔子早有作意；更又嘆曰：「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吾已矣夫」，167哀

嘆所處之時不得見此祥瑞。因此在哀公十四年，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

皆以為不祥而賜於虞人，是「祥瑞」之物亦為「不祥」之徵，故杜預曰：

「仲尼傷周道之不興，感嘉瑞之無應」。168嘉瑞不得為嘉瑞，必待孔子而

得書為麟，故作《春秋》以應於周道之嘉瑞，非為麟應《春秋》而來，亦

非麟應孔子而來，而是孔子以《春秋》應於麟之來。故杜預曰：「絕筆於

獲麟之一句，所感而作，故所以為終也。」169 

（二）素王虛實 

    上述漢代《左氏》、《公羊》儒者據「獲麟」一事，而有漢周相替事

屬相生相勝之說，這是因為麟至為王者之事，杜預曰：「麟鳳五靈，王者

之嘉瑞」，170又如《公羊傳》曰：「麟者仁獸，有王者則至，無王者則不

至」。171既為王者之事，所應對象則必為王者，《左氏》、《公羊》二傳

儒者皆以麟為孔子作《春秋》之應，故有孔子「素王」之說。《春秋正義》

曰： 

言孔子自以身為素王，故作《春秋》，立素王之法；丘明自以身為

                                                 
166 馬融解「匡人其如予何」曰：「天之未喪此文，則我當傳之，匡人欲奈我何。」見《論語注

疏解經》，卷 9，頁 2。 

167 見《論語注疏解經》，卷 9，頁 4。 

168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9，頁 11。 

169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9，頁 11。 

170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24。 

171 見《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28，頁 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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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臣，故為素王作《左氏》之傳。漢魏諸儒皆為此說。172 

《春秋正義》謂「漢魏諸儒」皆為「素王」之說，其引之曰： 

賈逵〈春秋序〉云：「孔子覽史記，就是非之說，立素王之法。」

鄭玄《六藝論》云：「孔子既西狩獲麟，自號素王，為後世受命之

君，制明王之法。」盧欽〈公羊序〉云：「孔子自因魯史記而脩春

秋，制素王之道。」是先儒皆言孔子立素王也。173  

其實「素王」之說，起源甚早。 

《莊子．天道》曰：「以此處上，帝王天子之德也；以此處下，玄

聖素王之道也。」174 

《史記．殷本紀》曰：「伊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

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175 

《史記．秦始皇本紀》曰：「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

行也。」176 

賈誼《新書．過秦下》曰：「諸侯起於匹夫，以利會，非有素王之

行也。」177 

《淮南子．主術訓》曰：「孔子之通，智過於萇弘，勇服於孟賁，

足躡郊菟，力招城關，能亦多矣。然而勇力不聞，伎巧不知，專行

教道，以成素王，事亦鮮矣。」178 

                                                 
172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22。 

173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22。 

174 見《南華真經》（世德堂刊本，上海：上海書店，1989.3.），卷 5，頁 23。 

175 司馬貞《史記索隱》曰：「素王者太素上皇，其道質素，故稱素王。」見《史記》，冊 1，

頁 94。 

176 見《史記》，冊 1，頁 277。 

177 見賈誼：《新書》（四部備要本，臺北：中華書局，1983.12.），卷 1，頁 6。 

178 見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北京：中華書局，1997.1.），頁 312–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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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見以「素王」言天道、言太素上皇、言秦始皇；或以孔子成「素王」為

「鮮矣」之事，而並不是以「素王」來專言孔子。故王先謙曰：「是古以

素王推尊在下有德者通稱，何曾屬之孔子？」179 

在《漢書．董仲舒傳》中，董仲舒對曰：「孔子作《春秋》，先正王

而繫萬事，見素王之文焉」，180是以「素王」繫於孔子作《春秋》之事。

但合「素王」與孔子為一者，是否起於董仲舒則仍有存疑，今見《漢書．

梅福傳》曰：「今陛下誠能據仲尼之素功，以封其子孫，則國家必獲其福。」

181顏師古注曰：「素功，素王之功。《榖梁傳》曰：『孔子素王』」，今

見《榖梁傳》中並無此記載，疑顏師古所據《榖梁傳》或為佚文。梅福

（？–A.D.2）治《榖梁春秋》，182而有「素功」之論，另見劉向《說苑．

貴德》亦有「素王」之說，183是以治《榖梁》儒者合孔子與「素王」為一，

亦起自甚早之時。 

    二傳皆有「素王」之說，以孔子所作的《春秋》為「素王之文」或「素

功」，其實都是據漢而言。上段已言孔子為王者而獲麟，與漢代興起的關

係；因此，漢儒必以孔子為王者，如王充（A.D.27–91）《論衡．定賢》

曰：「孔子不王，素王之業，在於《春秋》」。184也就是說，《春秋》已

示孔子為素王，不以孔子是否實為王者，或是否自號「素王」，孔子皆已

                                                 
179 見王先謙：《漢書補注》，卷 56，頁 10。 

180 見《漢書》，冊 3，頁 2509。 

181 見《漢書》，冊 4，頁 2925。  

182 《漢書．梅福傳》曰：「梅福字子真，九江壽春人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

為郡文學，補南昌尉。」見《漢書》，冊 4，頁 2917。 

183 見劉向《說苑．貴德》曰：「是以孔子歷七十二君，冀道之一行而得施其德，使民生於全育，

烝庶安土，萬物熙熙，各樂其終。卒不遇，故睹麟而泣，哀道不行，德澤不洽，於是退作《春秋》，

明素王之道，以示後人。恩施其惠，未嘗輟忘，是以百王尊之，志士法焉，誦其文章，傳今不絕，

德及之也。」見向宗魯：《說苑校證》，頁 95–96。 

184 見黃暉：《論衡校釋》（北京：中華書局，1996.11.），頁 1122。 



 

第三章  杜預〈序〉所描述的治經前提 

 103 

為「素王」。 

杜預認為，這些其實是後人強加於《春秋》的詮釋，卻沒有考量到是

否違背作者制作之意，故引《論語》曰：「子路欲使門人為臣，孔子以為

欺天」，185言作者自己都不以為自己為「素王」，反倒是後人合「素王」

之辭與孔子為一，使「素王」成為真實的王者，得以運之於五行生剋之中。

故《春秋正義》曰： 

雖復富有天下，無益於堯舜；賤為匹庶，何損於仲尼。道為升降自

由，聖與不聖，言之立否，乃關賢與不賢，非復假大位以宣風，藉

虛名以範世，稱王稱臣，復何所取。若使無位無人虛稱王號，不爵

不祿妄竊臣名，是則羨富貴而恥貧賤，長僭踰而開亂逆，聖人立教，

直當爾也。186 

是以為「素王」之說不僅無益於孔子，反而成就了僭越與亂逆。由此反論

回去，既然「素王」之說無益於孔子，則合「素王」與孔子為一的目的與

對象，自然不是孔子之作意，故杜預以為「非通論也」。187 

（三）黜周王魯 

    「黜周王魯」的說法，並未出現於經傳之中，但是在傳習的過程，卻

隱然成為孔子作意的理由之一。這個傳習的過程，其實指的是《公羊》傳

的傳習過程。《春秋正義》曰： 

謂何休之輩，黜周王魯，非《公羊》正文，說者推其意而致理耳。

以杞是二王之後，本爵為上公，而經稱杞伯，以為孔子黜之。宣十

                                                 
185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27。《論語》曰：「子疾病，子路使門人為臣。病閒，曰：

『久矣哉！由之行詐也，無臣而為有臣。吾誰欺？欺天乎？且予與其死於臣之手也，無寧死於二

三子之手乎？且予縱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見《論語注疏解經》，卷 9，頁 5。 

186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27。 

187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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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年，成周宣榭火。《公羊傳》曰：「外?不書，此何以書？新周

也。」其意言周為王者之後，比宋為新。緣此，故謂《春秋》託王

於魯，以周、宋為二王之後，黜杞同於庶國。何休隱元年注云：「唯

王者，然後改元立號。《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宣十六年注云：

「孔子以《春秋》當新王，上黜杞下，新周而故宋」，黜周為王者

之後，是黜周王魯之說也。188 

《春秋正義》所引何休的說法，大致上即謂「以《春秋》託新王受命於魯，

黜杞、新周而故宋，黜周為王者之後」。這就與何休「三科九旨」相關，

據何休《文謚例》云： 

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又云：

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又內其國而外諸

夏、內諸夏而外夷狄，是三科九旨也。189 

徐彥《公羊疏》曰：「何氏之意，三科九旨，正是一物。」因此，孔子託

《春秋》為新王，於《春秋》之內，「藉位於魯，以託王義」。190「王魯」

必然與其餘二科六旨有所關聯，以僖公四年經：「楚屈完來盟于師，盟于

召陵。」為例，《公羊傳》曰： 

楚有王者則後服，無王者則先叛，⋯⋯以此為王者之事也，其言來

何？與桓為主也，前此者有事矣，後此者有事矣。191 

何休注曰：「言桓公先治其國以及諸夏，治諸夏以及夷狄，如王者為之，

故云爾」，又云：「以從內文，知與桓公為天下霸主。」192此言「治諸夏

                                                 
188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23。 

189 見《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1，頁 4。 

190 見《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1，頁 3。 

191 見《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10，頁 13–14。 

192 見《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10，頁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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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夷狄」，故《春秋》「藉位於齊」，以齊為「內」，「以託王義」。

因此，「王齊桓」其實是「王諸夏」而「外夷狄」，可見「王魯」之說，

也就不是一種將魯國絕對視為王者的狀態。 

    故何休以為《春秋》「藉位於魯，以託王義」，這個「王義」，其實

是與三代相對而言「王魯」；與魯同時，則是與杞、宋、周相對而言，故

以為「黜杞、新周而故宋」。這就是杜預所批評「黜周王魯」的問題所在，

大略可分為「所書之王即平王」、「所用之厤即周正」與「所稱之公即魯

隱」三點。對於這三點的批評，並非始自於杜預，於賈逵之時已有之。今

見《公羊疏》曰： 

問曰：《公羊》以魯隱公為受命王，黜周為二王後。案《長義》云：

「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今隱公人臣而虛稱以王，周

天子見在上而黜公侯，是非正名而言順也。」193 

上已言之，賈逵作《長義》四十一條，言《公羊》理短，《左氏》理長，

則「黜周王魯」之說，應出於何休之前。賈逵以為，「黜周王魯」並非名

正言順之論；又杜預以為，「所書之王即平王」、「所用之厤即周正」、

「所稱之公即魯隱」，言孔子「所書」、「所用」、「所稱」皆據周而言，

且引《論語》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194孔子所用，則興周

道于東方，《春秋正義》曰：「孔子之作《春秋》，本欲興周，非黜周也」，

195故杜預以孔子作《春秋》之意，不在於「黜周王魯」。 

（四）《左氏》餘經 

    「或曰」以《左氏》、《公羊》經文所終之處不同，而杜預認為「絕

                                                 
193 見《春秋公羊傳注疏》，卷 1，頁 3。 

194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26。 

195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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筆於獲麟之一句者，所感而起，故所以為終也」，196故疏稱「獲麟」之後

的經文為「餘經」。197《左傳》經文是由劉歆「引傳文以解經」198而來，

而有《漢書．藝文志》所謂：「《春秋古經》十二篇。《經》十一卷。公

羊、榖梁二家。」199之別，許慎《五經異義》即以「《今春秋》公羊說」、

「《古春秋》左氏說」別之。200 

    二傳所據經文不同，而且《左傳》經終於「孔丘卒」，故有「或曰」

之問。杜預對於這個問題的回答，可以分為兩個部分，其一言何以經終「孔

丘卒」，其二言引經至「孔丘卒」的問題。在第一個部分方面，有兩種說

法，賈逵曰：「此下弟子所記」，201服虔曰：「弟子欲明夫子作《春秋》，

以顯其師，故書小邾射以下至孔子卒」，202是言自經文「小邾射以句繹來

                                                 
196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24。 

197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22。 

198 見《漢書》，冊 3，頁 1967。 

199 見《漢書》，冊 2，頁 1712。 

200 如許慎《五經異義》曰：「《今春秋》公羊說：『諸侯曰薨⋯⋯。』《古春秋》左氏說：『諸

侯薨⋯⋯。』」見陳壽祺：《五經異義疏證》，卷 1250，頁 41。惠棟《後漢書補注》曰：「其

書所載，有《易》孟、京說，施讎說，下邳傅甘容說；《古尚書》說，賈逵說；《今尚書》歐陽、

夏侯說；《古毛詩》說；《今詩》齊、魯、韓說，治《魯詩》丞相韋玄成說，匡衡說；《古春秋》

左氏說，奉德侯陳欽說，侍中騎都尉賈逵說；《今春秋》公羊、榖梁說，《公羊》董仲舒說，大

鴻臚眭生說；《古周禮》說；《今戴禮》說，《今大戴禮》說；《禮．王度記》，《盛德記》，

《明堂》，《月令》，講學大夫淳于登說；《古孝經》說；《今論語》說；《魯郊禮》；《叔孫

通禮》；《古山海經》鄒書；公議郎尹更始、侍詔劉更生議石渠。」見惠棟：《後漢書補注》（續

修四庫全書影馮集梧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卷 18，頁 7。劉師培《左盦集》

曰：「若《五經異義》于博士之經冠以今字，以別古文，故有《今易》孟、京說，有《今尚書》

夏侯、歐陽說，有《今詩》魯、齊、韓說，有《今春秋》公羊、榖梁說，有《今戴禮》說，有《今

孝經》、《今論語》說；今學而外，有《古周禮》說，《古尚書》說，《古毛詩》，《古左氏》，

《古孝經》說。所言今說古說，猶言今文說古文說耳。」見劉師培：《左盦集》（劉申叔遺書，

南京：江蘇古籍出版社，1997.11.），卷 3，頁 10。 

201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9，頁 12。 

202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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奔」以下，為弟子所記。另一種說法，則是弟子錄魯史之文，以續經至孔

子卒。如杜預曰：「自此以下至十六年，皆魯史記之文。弟子欲存孔子卒，

故并錄以續孔子所脩之經」，203《經典釋文》曰：「弟子欲記聖師之卒，

故採魯史記以續夫子之經，而終於此」。204賈、服二氏雖未言錄魯史之事，

與杜預所言續經一事，其實差別並不大。 

    真正的差別，在於杜預對於引經至「孔丘卒」的回答。《春秋正義》

曰：「杜於此下及哀十四年注，皆取服義為說，則服氏於此一事巳改先儒

矣」，205據《春秋正義》所言，杜預自哀公十四年以下「皆取服義為說」，

所以服虔已經異於杜預所批評的先儒了。《春秋正義》又曰：「直言先儒，

無可尋檢，未審是誰」，206《春秋正義》已經不知道杜預所指的對象是誰，

但還知道杜預所批評的問題為何。《春秋正義》曰： 

蓋先儒以為，夫子自? 反魯即作《春秋》，作三年而後致麟，雖得

麟而猶不止，比至孔丘之卒，皆是仲尼所脩。以是辨之，謂之近誣，

明先儒有此說也。207 

杜預根據兩點以言《左氏》先儒之「近誣」，其一據《公羊》經止獲麟，

其二則據所謂的「三叛之數」。《左傳》昭公三十一年曰： 

君子曰：⋯⋯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

求其名，賤而必書，⋯⋯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

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208 

                                                 
203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9，頁 12。 

204 見陸德明：《經典釋文》，春秋音義之六，頁24。 

205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28。 

206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27。 

207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27。 

208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53，頁 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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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正義》曰： 

諸侯之臣，入其私邑，而以之出奔者，皆書為叛。孫林父、宋華亥、

宋公之弟辰、晉趙鞅、荀寅等皆書為叛。叛者，背其本國之大辭也。

此及莒牟夷、邾黑肱亦以邑叛本國，但叛來歸魯，據其至魯為文，

而言來奔，內外之辭，言俱是叛而辭異耳。且傳謂庶其等為三叛人，

明其亦是叛也。209 

《左傳》將「叛」分為兩種，其一書直接書叛，另一則因「據其至魯為文」，

所以書「來奔」而言叛，如「邾庶其」等人之例也。然而此傳例發於昭公

三十一年，在昭公三十一年傳文中，作傳者以為孔子書寫三位背叛其國而

奔魯之名，以懲不義，故稱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三人為「三叛人」。

今見「小邾射」之經文，義同於「三叛人」之例，卻沒有被昭公三十一年

傳文列於其中，故杜預認為，經止獲麟，傳不以獲麟之後為孔子經文。然

而，因有先儒引經到孔子卒，故杜預據此「小邾射」經文，以駁其非孔子

著作之意。 

 

 

結  語 

                                                 
209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34，頁 11。襄公二十六年《正義》亦曰：「《春秋》書叛者，有此

孫林父，與宋華亥、宋公之弟辰、晉趙鞅、晉荀寅五者，經皆書叛。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

皆以地來奔，雖文不稱叛，傳謂此三人為三叛人，則三者亦是叛也。所言叛者，或據邑而拒其君，

或竊地他國，皆為有地隨已，故稱為叛。昭二十二年，『宋華亥、向寧、華定，自宋南里出奔楚。』

定十四年，『宋公之弟辰自蕭來奔。』地不隨己，則不稱叛。是叛雖反背之辭，皆由地以生名也。

叛者，判也。欲分君之地以從他國，故以叛為名焉。叛無凡例，傳言『書曰』，是仲尼書為叛也。

人君賜臣以邑以為祿食，臣之祿謂所食邑也。『君實有之』，言其不得專，以為已有也。君臣有

義而合，義則進以事君，受此祿食。否則奉身而退，當身奔他國，而以祿歸君。專君之祿，以周

旋從已，於法為罪戮之人，故書『入於戚以叛，罪孫氏也。』」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37，

頁 4。 



 

第三章  杜預〈序〉所描述的治經前提 

 109 

 

    本章所述之起，在於杜預自設答問的三個「或曰」。這三個「或曰」，

在表面上所談論的是孔子作《春秋》之意，實際上所討論的重心，全在於

《春秋》與《左傳》的關係。因為，自兩漢以來，《公羊》、《榖梁》二

傳為《春秋》學官的重心，《左傳》晚立學官，因此在對於《春秋》經文

的解釋上，《左傳》的解釋往往受限於《公羊》、《榖梁》二傳。所以，

杜預在辨析《春秋》與《左傳》的「經傳」關係之前，必須面臨《公》、

《榖》二傳之說，這其中包含了來自於二傳的說法，也包含來自於《左傳》

先儒的說法。因此，對於二傳的辨析，彷彿成為建立後起《左傳》之說的

必經之路，兩漢以來解釋《春秋》經文的說法，也就成為杜預在解釋「經

傳」時所要面對的前提。 

以〈春秋左氏傳序〉而言，杜預是以「或曰」的方式，以孔子作《春

秋》之意作為問題的核心，來討論《春秋》與《左傳》的經傳關係，以論

及《公羊》、《榖梁》二傳的「近世穿鑿」之說。然而，這些「近世穿鑿」

的說法，卻在《左氏》先儒的沿襲之下，成為《左氏》解經之說。就杜預

而言，這就像《春秋正義》所謂的「先儒錯繆之意」，210先儒將《春秋》

與《左傳》的經傳關係，遷就于《公羊》、《榖梁》二傳的說法，其實還

沒有從《春秋》與《左傳》之間，理出一個屬於《左傳》自己的「經傳」

脈絡。 

因此，杜預言先儒之「錯繆」，也就成為自己「專脩丘明之傳以釋經」

所面對的前提。以此所作的《春秋經傳集解》與《春秋釋例》，所要表達

的解經之意，也就不止於「經傳」關係的理解，也包含了近世先儒對於「經

傳」問題的理解。 

 

 

                                                 
210 見《春秋左傳注疏》，卷 1，頁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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